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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思维能力一直被各种教育改革举措强调为一个核心领域，如“下一代科学标

准（NGSS）”或美国大学理事会制定的“大学科学成功标准（CBSCSS）”等等，这些标准

侧重于当代学生在未来所需的技能。虽然已有丰富的文献研究这些能力是如何在不同年级

的学生身上发展的，但学界还未就其定义、模型或评估方式达成共识。为推进这一重要领

域的研究，需要一个连贯的科学思维理论模型来指导实践教学和评估。几十年来，唯一可

用于大规模应用的工具是“劳森科学思维课堂测试（LCTSR）”，但该工具已经被证明在

有效性和可测量上限等层面存在一定短板，且其设计缺乏一个明确的建模框架来自证其所

包含之技能的合理性。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开发一个全面的科学思维建模框架和有效的科

学思维评估工具，以满足“21 世纪的学习者”更为多样的能力需要。本文报告了一种新

创立的科学思维理论模型框架及相应的科学思维评估工具，推动这一亟需领域的研究发

展。该理论框架整合了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方面的研究从而建立一个完整融合的理论模

型，并从操作上定义了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为达到知识发展的目标所需的思维技能和子技

能。随后，该框架被用于指导科学思维能力评价量表的开发，并在大规模测试的基础上对

量表的信效度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科学思维、因果思维、科学探究、知识发展、评估 

 

I. 引言 

未来的经济和劳动力（发展）所需要的教育目标已经由内容钻研转向高层次能力的培

养，包括思维能力、创造力和解决开放性问题的能力[1]。在 STEM教育中，各种致力于推

进“21 世纪的学习”的教育改革举措，如“下一代科学标准（the 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NGSS）”[2]或美国大学理事会制定的“大学科学成功标准（the 

College Board Standards for College Success in Science, CBSCSS）”[3]，都在基

于未来社会的需求培养当代学生的能力，换言之，在 STEM学科中，无论是“知识”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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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都是带动未来经济和劳动力发展所不可或缺的[4-7]。在“21 世纪教育”强调

的众多能力中，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最受关注的，这与问题解决、决策和

创造性思维所需的其他认知技能高度相关[8-10]。因此，它们在定义、评估和发展那些在

21世纪科学标准[2，11]中被反复强调的技能和学习成果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 

    既有文献已经对批判性思维[8，9，12-14]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批判性思维被定义为

“旨在并支持基于证据的决策的认知技能和策略”。它是一种包括问题解决、制定推论、

计算可能性和做出决定的思维[15，16]，且被认为是理解和评估主题、产生可靠知识和改

进思维本身的一种方式[17，18]。 

 同时，科学思维或科学推理的概念也经常被用来标记那些能够为“STEM 学习中的批

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提供支持的能力的集合。在既有文献中，“科学思

维”和 “科学推理”这两个概念术语经常互换使用，（为免混淆）本文将通篇使用“科

学思维”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广义的“在以发展知识为目标的科学探究过程中涉及的

思维和推理技能，包括对问题进行系统性探索、建立和检验假设、控制和分离变量，以及

观察并评估结果等等[19，20]。 

 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思维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强调多变量因果条件下的基于证

据的决策。在探究性学习中发展科学思维能力，可以促进批判性思维，培养学生识别可研

究问题、提出假设、设计和实施实验、收集分析数据以及评估假设的能力。故在 STEM学

习场景中，科学思维可以被视为批判性思维在科学领域中的特定表达。因此，在教学中针

对性地培养科学思维能力，与 NGSS等倡议和推动的“21 世纪教育”所强调的目标是一致

的。培养科学思维能力可以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开放性问题解决能力和决策能力。已

有广泛的研究探讨了在教育过程中培养科学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和益处，研究发现科学思维

能力与课程成绩正相关[21-23]。提升科学思维能力可以帮助提升概念测试的成绩 [24，

25]，获得更高水平的问题解决能力[26]，以及通过正迁移提升 STEM内容学习的效果

[27，28]。 

然而，有研究显示，一部分大学生在科学思维方面依旧缺乏基本的技能。这表明这些

技能在 K-12 或更高阶段可能没有得到发展。例如，劳森[29]发现，大约一半的生物学专

业新生缺乏建立假设、控制变量和设计实验的能力。另一系列研究表明，本科生很难做出

基于证据的决策，难以区分证据和主张并将其联系起来[30-32]。此外，也有研究提出，

科学思维的技能在传统的 STEM课程中很难发展，但有针对性的探究式教学可以有效地促

进其发展[20，33]。 

为了在正式和非正式的 STEM教育场景中进行针对性的科学思维教学和评估，以培养学

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学者和教师急需一套指导性的理论模型和有效的评估工具。为此，本

文提出了一套科学思维过程的理论模型框架及相应的科学思维能力评估工具。其中，前者

尤其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使 NGSS 和 CBSCSS强调的概念和学习成果得以整

合到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中，并为他们各自教学目标提供理论支撑和认知基础。例如，在

NGSS强调的 21世纪能力标准，主张通过三个维度的科学学习来建立对于科学的整合理



国际教育测评与教学研究 ISSN: 1947-5497 www.realjournal.org/cn 

 

REAL.CN 2022, 1(1)                                  DOI：https://doi.org/10.37906/realcn.2022.1 3 

解，包括交叉概念、科学和工程实践以及学科核心思想[2]。尽管对 NGSS 标准的侧重点和

组织原则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34，35]，但其中重要的概念和思维技能被公认为是科

学思维和因果解释的学习成果。此外，对于那些在 NGSS中被强调的相关概念和技能而

言，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性定义中确立的思维技能也可以为其对应的教与学提供实用

手段。 

 在评估方法上，劳森科学思维课堂测试(LCTSR)[36]在 STEM教育界获得了广泛的使

用。但问题在于，这一评估工具在设计之初就缺乏可靠的理论框架。它虽然声称测试是围

绕皮亚杰的“形式操作思维”设计的，但 LCTSR 实际上根据自身的目的对其进行了重新定

义，认为它包括“控制变量、假设检验、相关思维、概率思维、比例思维和守恒思维”。

此外，一项近期的研究深入检查了 LCTSR的评估特征，并最终发现了它在信效度上的数个

短板，以及在以大学生为测试对象时的天花板效应[37]。虽然卡利诺夫斯基

（Kalinowski）和威洛比（Willoughby）通过设计劳森测试的更新版(他们称之为蒙大拿

州立大学正式思维测试(MSU-Fort)[23])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但他们承认需要更多的

方法来定义和评估科学思维，并呼吁开发更具包容力的框架来指导评估的发展。因此，针

对 21世纪的学习者开发一套有效且现代化的科学思维能力评估工具至关重要。 

 为填补这一重要且亟需的研究空白，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的科学思维理论框架，并在

此框架基础上开发并检验了一套科学思维能力的评估工具。在接下来的几部分，介绍这个

新的理论模型，并且通过回顾和总结现有的科学思维方面的研究来论证其设计合理性。 

II. 现有的科学思维模型 

    在当前的教育活动中，科学思维已被确立为“21 世纪学习者”的核心能力。而思维

和推理作为一种认知能力，已经被心理学家和认知学家研究了几十年。齐默尔曼

（Zimmerman）[19，38]曾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并综述了从皮亚杰[39]开始

的在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包括劳森（Lawson）[40]、克拉尔（Klahr）[41]、库恩

（Kuhn）[42]等人关于 STEM场景下的思维过程的研究等一系列研究的发展谱系。 

 在现有的研究中，劳森在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测量科学思维能力，以及帮助人们理

解如何在基于探究的科学课程中培养相关的技能 [43，44]。借鉴皮亚杰的形式思维和发

展阶段论理论，劳森确定了 6个子技能作为评估科学思维能力的基础。在这些技能中，控

制变量(COV)和假设演绎推理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们为假设检验提供了基础，而假设检

验正是科学探究的关键。在劳森的研究中，科学思维被认为在科学知识的产生中起核心作

用。在他的科学教学方法中，科学思维技能被融入到科学探究的循环中，这一过程已被证

明在帮助学生构建概念系统以及发展更有效的思维模式方面是有效的[45]。 

 在认知科学中，对思维的研究都已经非常广泛。在科学思维的主题下，有两个研究线

索与本研究最相关，一是库恩关于多变量因果思维和理论-证据协调 [42]的研究，二是克

拉尔的科学发现的双路搜索模型(SDDS)的理论框架和关于控制变量(COV)技能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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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6]。这两位研究人员都拓宽了科学思维的研究领域，对过去单纯以调查形式研究学

生控制变量和因果思维能力的研究范式做出了突破。 

 库恩认为，科学思维是根据证据有意识、有目的地修正观点并产生新的理解的过程。

这个过程被称为理论-证据协调[42，47]，库恩基于这一解释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推理过

程框架，其主要结构包括：质疑现有的理论，确定可供选择的假设解释，寻找和确认证据

(既有支持的，也有矛盾的)，并根据证据来评估和确定假设。新知识（这里的新知识应该

不是指广义上的知识，而是特指个体建构的知识，译者注）是在学生既有的理论认知(包

括误解)、基于数据的结果呈现(通过对照实验建立的协变关系)和科学接受的理论的交汇

之中构建。这一建立新知识的协调过程包括通过思考各种类型的证据以在证据和解释之间

形成一个有意义的联系网络，以及考虑未知但可能存在的因果因素的潜在影响，进而将其

发展为新证据和新解释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些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

它们代表了理解物理世界所需的各种推理。它们使学生得以在一个循环的探究过程中进行

预测、推理并做出解释。库恩的工作强调了嵌入在各种推理场景中的因果关系的多变量性

质，并证明了儿童和大学毕业后的成年人都在协调证据与解释方面缺乏有效的多变量推理

能力[42，48]。 

 克拉尔的研究强调了先验知识在科学思维中的作用，并为捕捉和解释推理任务中的人

类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一框架被命名为作为科学发现的双路搜索模型 (SDDS) 

[41]。SDDS 的框架包括假设（理论）空间、实验（数据）空间，以及包含（通过证据评

估）协调这两个空间中的各种可能的思维过程和通路。该框架允许基于学生的先验知识、

策略偏好和探究过程中生成的证据等要素，在假设和实验空间之间来回迁移。通过这种方

式，该框架描绘了科学家在产生新的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伴随的认知发展过程，这一过程非

常复杂，不一定以直通的方式进行。 

    库恩和克拉尔提出的模型为更为有效的科学思维理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通过综合他们的研究，并进一步与劳森的科学思维子技能研究相结合，就可以形成一个指

导科学思维教学和评估的操作性框架。我们在此提供了一个如何综合这些想法的例子：比

如，对于一个给定的多变量因果思维任务，比如在库恩的研究[42]中发现的那些，学生既

可以从理论角度开始他们的调查，并用既有的证据确定可能的解释(假设的因果关系)，也

可以基于一套可能的理论解释，从实验的角度来开展他们的调查，以评估证据和解释之间

的一致性。而无论是基于哪种角度的调查获得的结果，都可以进一步通过预测和推论提出

新的实验路径或理论解释。这些探索和发现的途径与克拉尔的 SDDS框架[46]中讨论的典

型过程相似，也与劳森的学习周期理论中强调的假设-演绎推理和探究活动有着共鸣

[44]。无论这个过程从哪里开始，或者从这两个角度同时出发，学生都需要熟练地在两者

之间迁移，综合所有可能的解释和证据，以决定最佳的协调结果作为他们的新理解，而这

正是库恩关于理论-证据协调的研究的中心要素[42]。这个过程通常以多个循环路径进

行，并构成我们通常强调的探究性学习过程的思维推理基础。另外，这一过程也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学生在控制变量、数据分析和因果决策方面相关的能力。在这些现有模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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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我们整合了当前的研究形成一个新的更完整的理论并以此定义了一个可操作的技能

框架，用于开发针对科学思维的教学模块和评估工具。下一节将具体介绍这一理论框架。 

III． 科学思维综合性理论模型框架的开发 

从现有的科学思维建模的文献来看，有一些认知实体与科学思维的定义有着密切的关

联甚至交叉关系。这些认知实体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探究和因果思维。它们三者之间的关

系可以解释为，科学探究是一种由科学思维作支撑并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上的可以激发科

学知识的认知过程。因此，在科学探究的循环过程中，知识的获取和思维之间有着强烈的

交互作用。 

在科学思维的众多宽泛定义中，因果思维是现有模型中强调的较为普遍和关键的元

素。在多数关于检验假设的推理任务中都涉及在多变量条件下是否存在基于证据的因果关

系这一命题。但是，在许多科学思维研究中因果思维却并未明确作为目标进行讨论。故

而，因果关系中更精细具体的属性尚未明确解决或整合到当前的科学思维模型中。相反，

对因果思维和科学思维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平行发展着。此

外，目前研究所涉及的对于因果思维的定义通常很宽泛，并没有注意到它的特定属性，也

没有确定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过程的联系。同时，因果思维本身已在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

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对其定义和结构的探究中来。由于因果

思维和科学思维在其功能和性质上存在大量相通之处，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将二者很

好的联系起来，为此接下来的内容将整合因果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研究，厘清两种思维研究

领域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A. 因果关系和科学思维之间的联系 

因果关系通常被认为是生成知识的思维和推理过程中最本质的组成成分，尤其是在科

学领域。例如，概念性知识可以理解为对系统中基本组成部分和其因果关系的描述。此

外，因果理解被认为是朴素物理学理论发展所必需的推理，使幼儿能够理解他们周围的世

界。总之，因果关系理解对于知识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A1. 因果关系的定义 

 因果关系的定义由来已久。在最近的研究中，明确强调了建立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素，

其包括：（1）潜在因果的时间顺序元素，其中原因必须在时间上先于效果；（2）协变量

元素，它描述了基于对事件的实验观察而建立的因果变量之间的定量协变量关系；（3）

机制元素，指将因果联系起来的机制理解和模型解释，是更精细化和更深层次的理论模

型。这三个要素在最近的两项研究中得到了明确的定义[62,63]，共同构成了因果思维的

基础。通常情况下，时间元素是因果关系的先决条件，人们在日常生活通常具有一定的基

本认识。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思维过程中的协变量和机制元素，这两个元素是构成完整

因果关系的基本条件。通常在科学探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协变(实验证据)或机制元素

(概念理论)的因果认识可能暂时领先对方，而它们的交替发展促进正是推动知识发展进程

的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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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是观察者，并基于观察对如何解释和预测某些事件

做出推断。这种解释和预测是在理解潜在的因果关系和非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构建的。一

般来说，因果关系的时间因素是定义因果关系的基础，导致事件因时间因素的变化发生协

变。对协变量过程的描述通常以观察过程的初始和最终状态以及状态之间的变化过程作为

基础。基于这些观察，一致的趋势和模式被识别出来，形成协变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被进

一步归纳，从而对变化背后可能的机制过程做出推断。在知识生成过程中，要对初始状态

和最终状态之间的变化进行观察从而产生对协变关系的理解，此外，对机制过程的推断也

有助于对协变机制原因的理解。 

 图 1说明了形成因果关系所涉及的三个要素及相关过程。通常来讲，人们的认知过程

开始于观察多变量场景下发生的顺序事件。观察结果产生了协变行为的描述性数据，这些

数据可以用来进一步提取以实验条件（例如控制变量）为基础的特定数据模式。然后，可

以使用有效的协变关系数据来推断潜在的数学和逻辑关系，并且这些数据可用于归纳协变

数据模式中存在的可能机制，还能对更多场景下的结果进行预测。同时，如果学习者遇到

的事件和问题场景是熟悉的，它们还可以激活学习者已有的知识，从而帮助他们解释观察

结果，或者在产生认知冲突时提示额外的处理方案。然后，通过反复的对协变数据和对应

机理的解释进行协调和整合，可以产生对目标事件因果关系的综合理解，并将其整合到一

个人的知识系统中。 

图 1. 有助于理解因果关系的基本要素和过程，它描述了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内在

联系。通过观察，协变数据可以进行概括整合以便为因果关系提供经验证据。同时，

假设的机制可以对因果关系和协变信息存在的原因和方式进行机制解释。二者都是对

因果关系形成全面理解所必须的。 

对于因果关系和科学思维之间的联系，现有的关于科学思维的模型通常强调确定因果

关系时的协变证据，基于证据的判断往往被认为要优于基于理论的判断[38,64]。同时，

也有人考虑和研究过科学思维在因果机制中的重要性，认为学习者在思维过程中既包含了

因果关系与知识 

综合 DCR & MCR 

观测协变数据 假设机制 

多变量场景下的时序事件 

应用控制变量、 

数据分析 

和条件规则 

运用因果推理、 

联系其他理论 

和条件 

因果推理 

DCR MCR 
观察与激活 

解释机制 

变量 

描述协变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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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变信息，也包含了因果机制信息[65]。在本文的描述中，通过对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的

整合，把协变和机制信息作为因果思维模型建立的共同基础。 

 这里综合有关文献和讨论得出，因果关系概念的操作性定义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其

中包括时间顺序、数据协变和机制。在因果思维方面，一旦建立了一个时间过程，就可以

通过两条推理途径来探究和确定因果关系。一种途径是通过分析协变数据模式来确定数据

协变关系的因果关系(DCR)。另一种则通过一系列假设的概念(理论)和数学逻辑，将因果

联系起来探索基于机制的解释，这些被称为机制解释的因果关系(MCR)。DCRs提供协变模

式来启示或证明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或缺乏必要的解释机制)解释导致观察

结果的方式和原因。后者是 MCRs的功能。在因果思维中，DCRs为验证某个假设的因果关

系机制提供了证据。同时，MCRs为某些变量在特定条件下导致结果的方式和原因提供了

解释机制。这些机制可以是纯粹的假设，没有任何现有的数据协变证据，如提出的新理

论。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基于汇总的数据协变证据进行归纳和检验，这是对一个理论或假

设进行归纳理论化和实验检验的过程。 

A2. 通过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促进探究性知识的生成 

 在生成知识的科学探究过程中，DCRs构成了大部分的实验证据，而 MCRs则构成了理

论(概念性)理解的基本组成部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DCR是基于观察对可能的因果现

象的描述，而 MCR是对潜在因果机制的假设和解释。这两个思维过程及其结果由学习者经

历协调，相互验证，修改和发展等过程以推进对特定知识领域实验和理论的理解。若要完

全理解某个特定主题的因果关系，则同时需要数据协变和机制解释，这二者提供了科学知

识的基本结构。然而，在大多数科学领域，这种理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实验和理论

研究同时发展并在相互交织的发展过程中递次推进。 

 因果关系的两个方面在知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有一些独特的特征。DCRs是基

于数据模式而缺少解释性的理解。因而，它们的原始形态需要大量的内存来存储不同条件

和背景下由因果关系所表现出的各自数据模式。因此，学习者回忆和迁移以及理解这些知

识往往是低效的。如果条件和背景超出实验所能验证的领域范围，其结果也是难以预测

的。相比之下，MCR通常以简单规则进行编码提供机制解释，这些规则是在大量实验验证

的 DCRs基础之上进行归纳所得。例如，计算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为了确定不同条件下

（包括电荷种类和电荷间距离）的 DCRs，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实验，这些 DCRs的集合被

统一概括为一种假设关系，即, 𝐹 = 𝑘𝑞1𝑞2/𝑟2，这个方程可以对作用机制进行解释，它表

明两个电荷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并且他们的大小遵循这个简单的关系，该方程及其力学

解释形成了电荷间力的 MCRs。这样的 MCR可以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条件和背景之下，例

如多电荷和多距离问题，通过该方程也可以准确的预测或计算力的大小，其中大部分可以

是未通过实验测量和验证的情况。 

显然，将 DCRs泛化为 MCRs显著地减少了对此类关系进行编码存储所需的认知资源，

并使这种类型的知识更易于迁移和存储，从而应用于拓展情境之中。在教育方面，被记录

下来的 MCR 更方便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授,并记录下来供后代学习。因此，许多通常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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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科学知识的东西，大部分内容都以 MCRs的形式作为基础，从先前的科学发展中积累

起来的。同时，DCRs提供了实验（观察）证据来证实假设的 MCRs（假设），对现有的

MCRs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验证，并将新的 MCRs 归纳概括为改进的或新的知识。在这里需

要注意的是，MCR可以包括广义的数学和逻辑关系以及对有关于机理起源进行的解释。在

某些情况下，对于某些问题的机制以及数学和逻辑关系的想法可以产生于可观测的 DCRs

之前。这些想法代表了纯理论性假设的 MCRs，通常被称作理论假设，需要通过实验进行

验证以获得相关的 DCRs。 

    在获取 DCR的过程中，通常可以使用分析和建模算法对协变数据进行处理和数字建

模，以产生数学关系。因此，MCRs和 DCRs都可以包含数学和逻辑关系，因此数学和逻辑

关系本身并不是区分 DCRs 和 MCRs的特征。然而，基于 DCR和基于 MCR的数学和逻辑关系

之间存在一些基本的差异，值得厘清。基于 DCR 的数学模型通常代表特定 DCRs的局部计

算建模（例如，回归）结果，不能在特定场景之外进行推广。此外，这些关系没有得到机

制解释的支持，这进一步限制了它们的一般性应用。由于缺乏支持机制，基于 DCR的数学

和逻辑关系在机制解释上没有意义，因此很难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操作。通过从广泛的场景

中积累 DCRs，可以进一步验证所涉及的数学和逻辑关系，并与机制假设相结合，以开发

MCRs。当 DCRs 和 MCRs 被验证为一致时，基于 DCR 建立的数学和逻辑关系可以转换为基于

MCR的数学和逻辑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进行机制解释，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操作，并作为定

律和原则普遍应用。 

A3. 科学思维模型新框架的构建 

在学习探究的过程中，DCRs和 MCRs都是知识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基石。因此，知识的

生成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整合 DCRs 和 MCRs 而构建经过实验验证并在机制上得到合理解

释的因果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很多方面，因为它通常涉及具有多个变量的场景、背

景以及 DCRs 和 MCRs之间的协调过程，以形成更加一致和全面的因果理解。我们将这种思

维和知识形成的过程称为基于数据协变和机制解释的因果思维框架(DMCR) ，该框架的建

立基于前文所述工作的整合提升。由于 DMCR过程在 DCRs和 MCRs之间进行整合协调，因

此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双路径过程，用于对涉及因果决策和知识形成涉及的推理进行操作建

模。从这个角度来看，DMCR 框架与 Klahr 科学发现的双重搜索模型 (SDDS) 框架和

Kuhn的理论证据协调模型具有共鸣。然而， DMCR 框架有其进步的特点，尤其是因果关

系和因果思维的结构和功能过程是明确的且可进行操作性定义的。此外，科学思维被认为

是在知识发展过程中对各种类型关系进行直接描述和建立的过程，这将在以下内容中进行

详细讨论。 

综合考虑所有的组成成分，形成了如图 2所示的多变量因果关系的网络示意图，以及

因果决策和知识生成的相关推理过程。该图说明了科学知识、科学探究、因果关系和科学

思维之间的关系。在 DMCR 框架的表述中，将科学思维的概念进行概括性定义，它涵盖了

支持因果思维、探究学习和知识形成的所有功能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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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MCR 科学思维的框架示意图，用来描述因果决策和知识的生成。设置的变量只

是为了更形象的进行说明，并不代表任何具体实例。变量 A表示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

下都存在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已经发生改变。变量 B只存在于初始状态，而变量 C

和 D仅在最终状态下出现。其他变量包括可能的受控、忽略或隐藏（未知）的变量。

连接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变量的实线箭头表示可能的已知和未知变量之间的时间演化

和场景交互，虚线箭头表示生成 MCRs和 DCRs 的认知过程。   

 由于因果思维在科学探究和知识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该框架尤其注

重其结构和过程的描述，如图 2中的因果网络图所示。因果网络图表示一般时间顺序的因

果事件，这些因果事件用初始状态、最终状态以及连接初始和最终状态的过程来进行描

述。初始状态包含构成事件可能的因果和非因果因素的变量，而最终状态包含表示因果和

非因果过程结果的变量。连接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的过程动态的描述了可能的因果和非因

果动力学的条件及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在图 2 所示的因果网络图中，初始状态的变量可

以是因果的和非因果的，而最终状态的变量也可以是因果的和非因果的。过程中通常还涉

及受控变量、未知或隐藏的其他变量。此外，由于测量条件的限制和外界环境的影响，描

述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的变量集并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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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初始到最终状态，可以分析描述在受控条件下的状态和收集发生变化的数据来识别

和筛选 DCRs。在这里，DCRs基于数据进行确认，描述从初态到终态的协变关系。然而，

DCRs没有描述连接始末状态的机制过程。这些过程可以解释变量如何以及为什么可能发

生协变，通过 MCRs用因果机制进行描述和说明。使用如图 2所示的因果关系模型，可以

将理论和假设视为基于机制的解释。这是因为它们从机制上解释了连接相关变量的因果关

系的结构和时间演变网络，可以通过实验观察并根据 DCRs进行定量描述。完整的因果理

论是由变量及其关系所形成的复合网络中的 DCRs 和 MCRs作为支撑进行综合描述的，这被

称为基于数据协变和机制解释的因果思维 (DMCRs)，并通过因果思维过程来协调和重组 

DCRs 和 MCRs。DMCRs代表充分发展的因果关系，构成特定内容领域中理论或已建立科学

知识的基础。对于跨越多个知识领域的交叉概念和理论，它们通常建立为多领域 DMCRs 

的集成网络。 

 例如，引力的经典理论涉及多个变量，包括两个有质量的物体，两个物体之间的距

离，以及观察到的两个物体之间相互作用力的结果。三个变量之间的协变关系可以通过实

验确定为 DCRs 并抽象形成数学关系，𝐹 = 𝐺𝑚1𝑚2/𝑟2, 以及对该方程机的机制解释 

(MCR)，即质量之间存在引力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可观察到的力。总之，DCR 和 MCR 构成

了经典引力理论的完整描述和解释框架。 

 对于科学知识，现有的大多数理论和假设都可以分解为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网

络。一个成熟的理论将包括因果机制（MCRs）来解释协变关系（DCRs）的本质。以引力为

例，该机制假设质量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导致引力的存在。然而，它充其量仍是一种基于

观察的假设推断，其实际更深层次的机制仍未被理解。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观察者可能永

远无法理解或达到最终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DCRs是由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之间的协变变化确

定的，而 MCRs 解释了将系统从初始状态转换为最终状态的机制过程。然而，在某些情况

下，DCRs也可以是用来描述连接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的过程的特征定量分布。类似地，

MCRs 也可以是用于确定初始和最终状态变量的基础机制。当特定领域的因果网络需要从

根本上重构或扩展到其他网络时，会考虑这些附加属性，这部分内容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

畴。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的是 DCRs和 MCRs在特定知识领域的已建立因果网络中的主要

功能。 

 图 2中的多元因果网络也类似于贝叶斯网络的结构，该网络通常用于确定因果属性的

概率特征。在定量因果决策中，贝叶斯概率在得出基于证据的结论中起着核心作用。因

此，对多元因果网络和贝叶斯概率的理解和推理被列为评估科学思维的关键技能，本文稍

后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在以下内容中，将定义一些支持 DCR和 MCR 推理路径的基本过程和元素。这些共同构

成了构建科学思维和知识发展的 DMCR 框架模型的理论基础。这种更精细的细节对于创建

一个评估框架并对相关的评估设计提供指导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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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因果网络和数据协变量关系的复杂性 

 因果关系的复杂程度必须进行清楚地描述，以便在操作上支持有效评估的发展。使用

因果网络表示法，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可以用其因果网络的结构来进行建模。对于变量网络

和连接关系，可以考虑两种类型的复杂性。第一种类型是由于网络结构而导致的复杂性，

主要描述 DCRs 的功能。在这里，复杂性通常随着变量互连的数量而增加。 

 第二类是网络中单个变量及交互关系的概念和计算的复杂性，它们代表了 MCRs的特

征。例如，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所涉及的数学性质可

以是简单的，如线性关系，中等复杂的，如二次函数和其他非线性函数，或复杂的，如递

归和非连续函数。参考物理学中的一个具体例子，考虑机械能守恒的 MCR。在经典力学

中，机械能守恒表示为经典定义的动能和势能的简单求和，而在量子力学中，机械能守恒

表示为薛定谔方程，该方程适用于描述现实概率性质的波函数。这两种解释机理在概念上

和计算上的复杂性大不相同，尽管这两种机制的总体思路在各自的领域内是相似的。 

 此外，明确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十分重要。具有隐式（或隐藏）变量和关系的推

理任务通常比所有变量都显式提供有明显指示关系的任务更困难。显性或隐性变量的识别

通常涉及 DCR 和 MCR类型的推理。对一个可能变量的设定通常需要一个假设性的想法，即

该变量为什么会影响和如何影响结果的机理，以及一些可用于检验该假设的现有或预测的

协变现象。因此，在评估设计中，控制任务中变量并明确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有意义地

控制测试项目的难度水平。更复杂的设计可以使用隐藏变量和机理，此类任务需综合使用

MCRs和 DCRs，因此可以有效评估学生的综合推理能力。 

 出于我们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复杂性都将用于评估设计，这将在本文的评估部分详

细讨论。基于 DCR的复杂性主要是通过改变多变量因果网络的结构来控制的，而控制基于

MCR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涉及因果任务中隐藏变量和机理的不同配置以及条件设置来操纵

的。为了帮助说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接下来将进行举例说明，以回顾典型的因果网络结

构。 

 从简单到复杂，因果网络的结构可以用协变量之间不同数量和类型的联系来表示。具

有代表性的列表可能包括（1）二元关系，（2）多元关系，（3）多元关系网络（也包括

各级），以及（4）具有复杂耦合和反馈的连接网络的复杂系统，其中在某些条件下可能

存在非线性动力学和混沌行为等不确定现象。图 3显示了这些不同类型因果网络的几个通

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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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因果网络示意图。标有星号 (*) 的变量表示变化的变

量，可能表现出协变或相关关系。实线代表协变关系，虚线代表不影响协变的受控

效应。(a) 二元关系网络，(b)一级多元关系网络，(c)多级多元关系网络，(d)具

有交叉耦合和递归反馈的多个互连网络的复杂系统。(e)是表示 DV1 和 DV2 之间

具有相关性但是没有因果协变关系的特例。 

 

 在为分析 DCR而测量协变数据的研究设计中，常见的变量类别通常包括自变量 

(IV)、因变量 (DV)、控制变量 (CV)、中间变量 (MV) 和环境变量 (EV)。其中有些变量

可能不可控制，对协变量结果会产生影响。在特定的研究设计中，所有这些变量可以是显

式或隐式（隐藏）的存在于设计中，也可以具有已知或未知的机制和协变或相关关系。 

 对于 DCR 类型的协变因果关系，通常将自变量作为假设的原因，而因变量作为原因的

结果。可以通过操纵自变量以形成特定的变化模式，导致因变量相应地发生协变，形成协

变关系。在这里，协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控制变量，没有控制变量，协变数据模式只能被

解释为具有相关性而不是协变关系（参见图 3e 作为示例）。在理想情况下，自变量

（IV）不应该是更深层次未知变量的因变量（DV）。然而，这个假设通常无法从哲学的角

度实现，但可以在操作上进行控制，使任何已知变量都不会成为 IV的更深层次的自变

量。 

 控制变量（CV）通常会影响 DV的协变表达，因此，当 IV发生变化时，应控制 CV保

持恒定或在不影响协变的范围内。这是构建协变实验的一个最基本原则。通常学生们对协

变关系理解的一个典型缺陷是在协变和相关之间存在混淆（协变和相关关系的比较见图

3a和 3e）。相关关系是两个具有已知或未知 DV 之间的共变关系，或者是在未控制变量情

形下一个 IV 和一个 DV 之间的共变关系。相关关系不是协变关系，也不能用来支撑因果关

系，即仅仅是共同变化并不能保证存在协变关系。为了建立协变的条件，实验必须包括控

制变量、并获得可操作的 IV和 DV间协变的设计。当所有条件都满足时，共变数据方可以

用来提炼和验证 IV和 DV 之间的 DCR（例如简单的多变量情况见图 3b）。 

(a) (b) 

受控效应 CV 

IV* DV* 

二元关系网络 

受控效应 CV 

IV1* 
DV1* 

一级多元关系网络 

IV2* 

IV3* 
DV2* 

(c) 

受控效应 
CV 

IV1* DV* 

多级多元关系网络 

IV2* MV* 

EV* 
贡献效应 

(d) 

多个互连网路 

IV1* 
DV1* 

DV2* 

(e)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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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更复杂的情况（如图 3c），则可能存在中间变量（MV），充当连接 IV和 DV的

中间层。这些 MV也可能是潜在的,且无法用给定的技术测量。此外，实验环境中还可能存

在一系列固有的内在和外在变量，通常无法控制，但会影响研究设计中的各种变量。典型

的情况下，这种影响需要保持在较小的水平或在分析中进行补偿，以便保证测量到的协变

关系的有效性。由于这些变量影响许多相关变量的变化，因此它们被称为环境因素

（EV）。 

 最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具有递归反馈的复杂网络关系系统（如图 3d）。这种结构通常

是一个复杂系统，可以表现出非线性甚至不确定的混沌行为。在复杂系统中，每个连接的

网络都保持其关系模式，这些模式还受到其他连接网络输入和输出的影响，而这些连接网

络可以具有多种递归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微观和宏观行为往往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

互关联，因此这样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确定性。 

C. 因果思维过程的复杂性 

当面对确定因果关系的任务时，学生的思维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最初的

简单思维通常是从根据场景特征识别相关变量开始。然后，通过回忆相似的已有理解或基

于相关领域知识生成的新假设，从而构建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从简单的二元形式到

复杂的多元形式，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非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中强调因果关系。

通常，二元关系是最先建立的，因为它们相对容易进行提炼和验证。接下来，若干相关的

二元关系可以整合发展成多变量（IV/MV/CV）和结果（DV/MV）之间的多元关系。继续深

入则可以通过整合多元关系进而构建连接多组多元关系的跨域网络，从而形成一个日益复

杂的关系网络（例如，见图 3d），它最终可以演化为一个非线性耦合的复杂系统。总结

思维过程和因果网络的相应结构，可以宽泛地定义五个复杂性层级，如图 4所示。 

 

图 4.因果思维过程的复杂性。 

识别变量 

发展二元关系 

发展多元关系 

构建多元关系网络 

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整合到 

一个关系网络的网络中 
    复杂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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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复杂性的层级与知识发展理论，尤其是学习领域特定内容的知识整合模型有许多

共通之处[63,66,67]。例如，观察学习成果结构分类法（SOLO）[66]将学生的知识结构分

为 5个层次，包括前结构、单结构、多结构、多元关系和扩展抽象，所有这些都与上面讨

论的思维复杂程度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然而，知识整合模型是对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上提

供了一个宽泛的结构描述，而不关注具体的思维细节。在本研究中，我们的重点放在以知

识发展为目标的思维技能上，并应用于针对这些思维技能评估设计。 

还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图 4所示的不同级别并不代表严格的发展过程。在学习和问题

解决的过程中，实际的思维过程往往在多个层面并行进行，其间存在大量的交互作用。关

于特定内容主题的学习，学生的思维可能表现为从简单到更复杂的发展趋势。然而，分支

和递归过程很常见。例如，识别变量的过程将提示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并与之平行互动。

当确定的变量和关系不能对任务场景形成令人满意的理解或解释时，将进行额外的周期识

别和评估，使构建的理解和任务目标之间更好的匹配。因此，这种思维通常发生在知识构

建的各个层次的多个递归循环中。 

D. 知识生成的思维过程 

DMCR框架中的不同思维过程为知识开发提供了基本的认知支持，本节则讨论在问题

解决和科学探究中所需的更细致层面的思维功能。例如，假设演绎模型[68,69]描述了类

似的思维过程，被广泛认为是科学探究和学习的核心。为了对 DMCR框架下的思维进行操

作性建模，在这里定义了五个类型的思维过程和操作，包括“I-过程”、“D-过程”、

“评估分析（EA）”和“循环（Loop）”。这些共同构成了在特定任务中执行 DMCR思维

具体功能的基础，如图 2和图 3所示。这种详细程度对于支持科学思维评估框架的开发是

必要的。 

I-过程代表广义的发现型思维，例如归纳、推断、发现等功能。它是一个创建或搜索

要添加到当前思维中的新元素的过程。I-过程的结果包括广泛的认知内容，例如可能的变

量、关系和机制（MCR假设），这些通常对学习者来说是新的或未知的，甚至可能是先前

不存在的（对世界来说是新的）。I-过程结果的有效性、合理性和有用性通常是不确定

的，需要通过其他过程进行评估或验证。 

D-过程代表广义的推演型思维，例如用于推理、推导、应用等的功能。它是一个将场

景特征（变量）合并（导入）到给定（现有）规则或函数集中以生成确定结果的过程。D-

过程的结果通常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尽管一个结果可能对某个人来说是未知的，但

它在概念上、数学上和逻辑上是保证有一个确定结果的。 

在探究式学习中，D-过程通常与 I-过程创建的元素一起运行，以得出新的预测结

果，对这些结果进一步处理可以评估 I-过程结果的有效性。这里评估分析（EA）过程用

于分析和比较任务背景下的 I-和 D-过程的结果，并为结果和任务目标之间的一致性生成

基于证据的决策。这类过程通常会经历多个循环。因此，整个过程在操作上可以理解为

“发现-推演-评价-分析-循环”，故称之为发展思维的 IDEA-Loop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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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显示了思维功能的 IDEA-Loop模型的示意图。IDEA-Loop的任务、场景、发现的

元素和推演分析等等的结果可以是认知操作中宏观微观各个层面的组成部分和过程。例如

在神经计算层面，这些可以代表神经网络集群及其输入和输出的激活过程。在宏观行为层

面，这些可以代表可观察到的认知状态，比如提出的假设，以及在场景中应用某些规则预

测或导出结论。 

           

图 5. 思维功能的 IDEA-Loop模型的概念图。 

 

在实际应用中，IDEA-Loop的某些部分可以是被关注的主要功能。例如，在解决涉及

简单代入运算问题时，D-过程和之后的 EA验证通常是主要操作。然而，当一项任务涉及

I-过程时，为了验证 I-过程的结果，整个 IDEA-Loop通常会被激活，也就是说，由于 I-

过程创建了新的元素，它便会自动激活 D-过程，应用新的元素来生成预测结果，然后通

过 EA过程，根据预测和观察结果之间的比较来验证新创建的元素有效性。如果需要修

改，IDEA-Loop 的进一步循环将被激活。 

在教学和学习中，也可以设计 DEA过程之外的任务。例如，针对于 I-过程的任务可

能会要求学生通过分析问题去寻求可作为问题解决的策略，但不需要完整地解决问题。然

而，通常来说，在进行归纳搜索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仍然会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 IDEA-

Loop中。这是因为一个人需要在搜索中寻找合理的东西，因此需要 DEA提供验证，这意

味着 DEA过程将贯穿于搜索、创造以及预测结果的验证和决策的整个思维过程。此外，I-

和 D-过程的结果可以是所有层次上的所有形式的认知构型，包括变量、关系、理论、假

设、新场景、新知识域等。因此，IDEA-Loop会出现在所有具有广泛复杂性和抽象性元素

的思维中。 

在行为层面，思维的 IDEA-Loop模型可以与几个相关模型进行比较，包括假设演绎推

理模型[68,69]、理论证据协调[42]和科学发现的双路搜索模型（SDDS）[46]。在大多数

已知信息、  

任务与情景 

I-过程 

新元素或

未知元素 

衍生结果 

D-过程 

评估分析 

IDEA-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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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现有模型在思维的一般过程及其认知结果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确定有效证据

和检验假设。另一方面，IDEA-Loop模型提供了有关思维过程具有更精细的基本功能的的

操作性定义，可以直接为评估和教学设计提供指导。在我们的工作中，这些功能元素将被

提取出来作为用于测量科学思维技能的测评维度，这将在后文进行讨论。接下来将讨论

IDEA-Loop 和现有模型之间的联系。 

假设演绎思维模型是对探究过程中科学方法的一种描述，其核心是提出假设并以数据

为基础对假设进行检验[68]。劳森根据假设检验所需的一套科学思维技能对该模型的思维

方面进行了研究。在评估这些技能时，通常会向学生提供实验数据，以确定一种假设的因

果机制可以产生与数据一致的结果（例如，参见 LCTSR中的问题 20-24）。在这种情况

下，I-过程主要是基于给定场景和条件发现或建构假设的归纳思维。然后，通过 D-过程

应用新建构的假设来生成预测结果，并将其与任务中的给定数据进行进一步比较，以评估

和分析假设的有效性。 

 

 

图 6.IDEA-Loop思维模型的特殊情况。（a） 假设演绎思维和理论证据协调的 IDEA-

Loop。（b）SDDS作为多个并行嵌套的 IDEA-Loop。双头箭头代表双向发生的相互连接

的双空间循环路径。 

 

这里，假设生成部分可以被视为 I-过程针应用于产生假设的特例，而演绎思维可以

被视为 D-过程应用于产生预测结果的特例。比较和验证是 EA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假设

-演绎思维模型可以表示为 IDEA-Loop模型的特例过程（图 6a）。比较两种模型，IDEA-

Loop模型比假设演绎模型更具通用性和灵活性。I-过程代表了一个通用的发现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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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多种类型的构建，而不是仅局限于假设-演绎模型中的假设解释。此外，IDEA-Loop

模型提供了所有相关功能和过程的具体定义，而这些在假设演绎模型中没有明确地定义。 

对于理论证据协调模型，核心过程是实现证据（可以是给定或实验收集的数据）与假

设或理论之间的一致性。这项任务通常涉及将数据集与给定的假设相匹配，或构建和修改

假设以匹配数据。这些过程与假设-演绎模型中的过程类似，因此也可以被表达成 IDEA-

Loop在各种特定情形下的应用，但可能涉及不同处理层级的多个 IDEA-Loop，具体形式取

决于特定的任务和场景（图 6a）。 

SDDS模型可以被视为另一种 IDEA-Loop的变化形式，强调在实验和理论中发生的思

维路径，因此具有双重空间结构。主要的过程是在两个空间中搜索，以确定实验证据和理

论假设之间的一致性匹配。本质上，SDDS也类似于理论证据协调和假设演绎模型的基本

过程，即通过 I-过程寻找可能的理论假设（MCRs），目标是找到的假设可以通过 D-过程

产生与实验数据相当的结果。同时可以并行的是在实验空间中通过 I-过程进行搜索数据

协变关系（DCRs），并与理论空间中已识别假设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以寻求获得与理论

一致性的数据结果。在这些搜索比较的过程中，评估和分析是一个核心要素，被用于确定

理论或实验数据是否一致，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循环迭代以获得更加一致的结果。SDDS

模型中比较独特的一点是，在实验和理论空间中的搜索通常以多个循环的形式出现，这可

以用 IDEA-Loop的多个并行过程来表示（见图 6b）。 

总之，科学思维的 DMCR模型通过定义 DCR和 MCR作为构建科学知识的因果基础，并

在此基础之上整合了因果思维，利用 IDEA-Loop 循环过程进行功能性的建模，从而形成一

个综合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同时也可以发展出一个操作性框架，提供具体功能的定义，用

以表达现有的科学思维模型，包括假设演绎模型、理论证据协调模型和 SDDS 模型。具体

化的科学思维技能和功能的操作性定义可以进一步指导评估设计。 

E.  思维和知识形成的发展进程 

构建科学思维评估框架的挑战之一是理解基于该框架所描述的学生思维能力应该包括

哪些具体内容。本节为在学生思维中观察到的一些困难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主要针对人群

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同时也为科学思维评估中应该包括哪些思维任务提供了依据。 

根据发展心理学[39]的研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孩子们观察周围的环境，并形成了

对世界的理解。这些知识主要是以观测数据的形式，以及对物体和事件的协变模式的简单

概括。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知识和关联的思维大多是基于数据协变的因果关系

（DCR）的形式出现，用于描述日常生活事件和现象。随着儿童语言的发展，基于机制解

释的因果关系（MCR）的语言描述和解释开始发展，这种形式可以让他们无需自己进行观

察和概括而进行直接交流和传授。因此，MCR的出现可以大大提高学习已有知识的效率，

尤其是那些不方便亲自体验或观察的事情上。在这个阶段，知识和思维的发展主要涉及学

习 MCR。特定领域知识的变量和关系网络通常被通过记忆方式学习并被认为是已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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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儿童的思维训练主要针对处理和验证知识构建中用到的关系、逻辑和计算等等。其中一

些思维功能是跨领域的，可以应用于其他领域，以形成不同的领域特定知识集。 

随着孩子们从生活环境中获积累经验，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经历，他们也会构建

自己版本的 MCR来理解这个世界。例如，大多数学生在物理方面会形成自己的认知概念，

比如认为需要施加一个力来维持运动。这些素朴的概念是从学生们对物理世界的观察

（DCR）和对观察的直觉解释（MCR）中发展出来的。例如，关于力与运动的一个常见误解

是认为施加的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个观点是可以直观解释在有摩擦的世界中通常观察

到的运动方式，而摩擦力本身则往往是大多数人没有明确或正确理解的潜在中介因素。如

果不明确包括摩擦力，力与运动的关系就很难推广到牛顿力学的理解中。这个例子表明，

学习者在生活经历中会自然而然地构建 DCR和 MCR 作为其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并且这样的

认知过程会自动地归纳 MCR，成为他们理解现实世界运作机制的一种有意义的解释。随着

学习的发展，这些 DCR 和 MCR可以进一步整合，形成更复杂的因果理解网络（DMCR-

Net）。 

图 7.知识和思维在特定内容领域内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环境中的发展。特定年龄段的

学习者（有一些差异）可能处于不同内容领域的不同阶段，而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也

可能处于相同或不同内容领域的类似或不同的阶段。 

    同时，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学生很大部分科学知识是在正式教育中获得的，其教与

学的重点是传授已确立的科学知识（即经过科学验证的 MCR）。通过多年接受学校教育，

许多学生学会了主要依靠记忆获得知识，而思维技能主要是针对传授的 MCR 中所包含的计

算和逻辑关系而训练学生的整合、操作和评估技能。因此，大部分学生很少经历探究式学

习，而探究学习要求学生能通过数据进行观察从而构建 DCR，然后进一步归纳 DCR形成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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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MCR），并综合分析 DCR和 MCR进而评估测试假设的可信性。重视记忆性学习而缺乏

探究的训练可能导致学生在基于探究的学习任务中不恰当地使用先前的知识或形成思维定

势，而不是从数据中得出基于证据的结论。这样长期以往，可以表现为学生擅长死记硬

背，但缺乏科学思维或批判性思维以及创造力等高阶思维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虽然每

个孩子天生是具备自然的科学探究潜力并且在早期的自我学习中也是这么做的，类似一个

小小科学家。但是传统的教育中的训练往往使学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和记忆信息。这会使

他们逐渐失去天生的好奇心，进而忘记怎样从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周围世界，并建构基于观

察的概念理解。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学生则会因经历长期这样

的训练而逐渐失去他们本就具有的探究和思考能力。 

图 7所示的流程图，描述了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环境中知识和思维发展路径的典型特

征。这个过程起始于年幼时期的观察和感知世界并形成 DCR，从而进一步概括归纳形成直

觉性的概念和理解（MCR、DMCR和 DMCR网络的素朴版本）。随着语言的发展和交流的增

加，尤其是在正式教育环境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学习和思维通常会过渡到学习 MCR类型的

知识。与此对应，学生构建 DCR并将其与科学概念相结合的思维能力因为缺乏持续的训练

将会逐渐缺失。因此，许多学生在提出可研究的问题、设计对照实验、处理和分析数据以

及得出基于证据的结论方面的能力非常薄弱，而这些都是科学探究所需的关键技能。许多

学习者一直处于这个阶段，直到成年。接受进一步研究培训的高级学术领域的学生最终可

能会发展获得所需的科学思维能力，并在他们的知识构建中实现深度整合的因果理解网络

（DMCR-Net）。具备这样能力的学习者能够在全新的领域通过探究的学习和研究方法构建

新的创造性科学的知识。然而，有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仍然缺乏进行有效科学探

究以及将 DCR 与 MCR结合起来构建科学概念的必要技能[29,33,70,71]。针对学生思维能

力不发达的问题，科学思维评估应重点关注构建和协调 DCR和 MCR方面的技能，这将在下

一步讨论。 

IV. iSTAR 评估框架和工具 

本节将介绍我们开发的一个新的科学思维评估工具 iSTAR (Inquiry in Scientific 

Thinking, Analytics, and Reasoning )。这里使用“探究（Inquiry）”一词是为了表

明 iSTAR的主要开发目的是为学习和评估提供一个操作框架，以支持探究性学习。该框架

可用于指导开发和评估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探究式教学。此评估框架基于前文讨论的科学

思维的 DMCR 理论模型和 IDEA-Loop思维过程。 

A. 定义操作评估框架和技能维度 

从图 7 中讨论的学习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进程来看，处于传统教育环境中的学生往往缺

乏适当的思维技能训练，这些技能是发展 DCR、将 DCR与 MCR结合起来以得出基于证据的

因果结论所必需的。因此，科学思维的评估框架是为了强调这些技能。例如，以发展 DCR

为目的的相关技能，是通过评估学生在从简单到复杂的情景中进行有效数据分析的能力来

衡量的（如图 3、图 4）。与此对应，构建 MCR的技能则根据学生处理来自先前知识偏见

的能力，以及他们在不同场景中应对显性和隐性变量识别可能机制的能力进行评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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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任务的复杂程度可以通过调控变量数量、关系类型、因果条件等加以实现。此外，鉴

于“有效协调理论和证据以得出有效的因果结论”这一能力至关重要，评估框架中还强调

了整合 DCR 和 MCR以评估和分析证据和假设之间关系的能力。这些能力是通过数据分析和

因果决策任务来测量的。  

基于科学思维的 DMCR 理论模型，iSTAR评估框架定义了三个主要维度以描述思维技

能和过程，其中每个维度也涉及多个子技能。这三个主要维度分别是控制变量（COV）、

数据分析（DA）和因果决策（CDM），如图 8所示。子技能和测试项目列表如表 1 所示，

并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该列表展示了 DMCR理论中的核心技能：使用控制变量设计协变实

验、分析数据以提取有效 DCR，以及通过因果决策协调 DCR和 MCR以得出有效结论和构建

新知识。基于此，我们在定义子技能的同时，也是在对“DMCR 是如何在功能上运作以支

持科学思维”的过程进行操作性定义。   

在对科学思维的过程和相关技能进行建模时，需要理清之前讨论的三个建模框架之间

的关系。DMCR 理论模型提供了思维技能的概念基础，即科学知识是在使用科学思维和因

果思维的科学探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见图 1）。同时，图 5所示的 IDEA-Loop模型描述

了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在科学探究的动态循环中的功能。最后，图 8 所示的 iSTAR 评估

框架概述了不同思维技能领域的结构组件和交互关系，而这些都是可以定义和测量的。这

些模型共同为描述、建模和测量科学思维技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和操作框架。     

 

 
图 8. iSTAR的科学思维评估框架 

 

在这些技能中，控制变量（COV）是建立受控实验的第一步，从而获得自变量和因变

量之间的协变数据，并形成 DCR（见图 3）。现有关于 COV的研究较多，这为确定其子技

能和项目设计提供了依据 [49, 72]。如前所述，COV评估任务的复杂性可以通过调控场

景熟悉程度、变量数量、数据呈现方式和变量间关系来控制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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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DA）是一个宽泛定义的维度，包括各种数据分析和解释技能，使学生得以

识别有意义的数据模式和趋势，并评估其有效性，并构建和验证变量之间的 DCR。此外，

这一维度在测评中也特别强调对条件概率的评估，因为条件概率被认为是因果决策中的一

个关键因素 [73]。总的来说，数据分析类别的子技能包括对比例、相关性、数据协变模

式、条件概率和贝叶斯概率的评估和解释。这些技能支持 IDEA-Loop中的 I-、D-和 EA-过

程，用于发现、推导和评估有效证据和假设的约束条件，广泛用于协调假设（MCR）和证

据（DCR）的过程中（如图 5、6）。  

因果决策（CDM）也是一个宽泛定义的维度，侧重于“通过应用 COV 和 DA过程的结果

来综合分析 DCR和 MCR，并最终得出有效的因果关系”的能力。这是 DMCR 的关键步骤，

因为它整合了前两个过程（COV和 DA）的结果，并试图在 DCR和 MCR之间进行因果关系的

协调和确认。  

在因果决策中，进一步定义了四个子类别的技能。首先是区分协变和相关关系的能

力，学生们经常在这方面遇到困难，因为他们倾向于把相关结果解释为协变从而得出因果

关系的结论 [74, 75]。这种能力通常使用“在没有设置适当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表现出

相关关系”的任务进行测量。这些场景中也可能涉及到隐藏变量和其他混杂的因素或关

系，而这些都有可能被学生忽视从而使得任务变得更为困难。   

第二个子类别涉及一系列的条件概率和贝叶斯概率评估技能，这些技能在涉及 DCR和

MCR的任务中都经常使用。这些概率方面的概念理解和计算操作对于正确预测概率结果，

推断可能的原因或促成因素，以及确定因果关系至关重要。    

第三个子类别包括确定因果关系的条件规则和逻辑规则。这些规则常见于给定或假设

了某些因果前提和结果的 MCR任务中，学生需要应用条件化的逻辑规则，以确定能正确匹

配这些要求的证据。这些规则包括处理充分、必要、有贡献和不相关的条件。另外，在这

一类的技能中，还包括在前向因果预测和后向果因推断中转化这些规则的能力，前者如基

于给定原因的 D-过程中得出或预测结果，后者如基于观察结果的 I-过程中推断可能的原

因。例如，如果 A是 B 的充分条件，前向逻辑可以描述为“如果 A存在，则 B一定存

在”。相应的反向逻辑则是“如果 B不存在，那么 A也不可能存在”。这些条件规则是重

要的逻辑思维技能，学生需要知道它们并在 IDEA-Loop过程中正确应用，以在多变量环境

中的确定正确的因果关系。  

第四个子类别包括构建和修改 MCR的思维技能，这通常会涉及到特定领域的知识。在

评估中，这一类别的技能可以进一步分成两个细类。一是分析确定假设和其支撑证据之间

一致性的能力，即在 MCR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 DCR 进行因果决策的能力。例如，LCTSR包括

四个测量有关假设验证的演绎推理能力的问题，其测量思路与基于机制的因果思维相同。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学生需要根据给定的假设，对不同条件的实验结果做出相应的预测

（主要是通过 D-过程），或者通过 IDEA-Loop来确定实验结果，以验证某些假设。二是

理解和处理协变情况时的能力，在学生们原有知识的影响下，他们在处理 DCR时的推理可

能会出现偏差，在这种情况下 DCR理解和推理能力发展不足的学生可能转而依靠基于 MCR



国际教育测评与教学研究 ISSN: 1947-5497 www.realjournal.org/cn 

 

REAL.CN 2022, 1(1)                                  DOI：https://doi.org/10.37906/realcn.2022.1 22 

的知识，而不是协变数据，来作为支持结论的证据。例如，在 LCTSR的相关关系问题（小

鼠问题）中，学生被要求运用分析技能来评估具有不同特征的小鼠的数量是否具有相关

性。然而，缺乏必要的数据分析技能的学生可能会用基于机制的理解来回答：例如“小鼠

的大小和尾巴的颜色之间可能存在遗传联系”（LCTSR第 20题），即声称遗传机制可能

是拥有深色尾巴的原因，但事实上这个机制性解释和题目所问问题的出发点是不相干的。   

在完成具体推理任务时，这些技能会被组合使用，以支持 IDEA-Loop 的多途径运行。

图 8也展示了三个维度的思维技能之间的交互关系，并示意了不同思维技能在支持 IDEA-

Loop来协调 DCR和 MCR 方面的主要功能。例如，在一个典型的任务中，控制变量维度的

技能会被应用于建立受控的试验条件，这是收集协变数据的实验基础。这些条件由因果决

策维度的技能来评估其协变或相关性质，其结果则被用作因果决策的证据（之一）。确定

了控制变量条件，数据分析维度的技能则可用于分析所收集的数据，以确定特征的协变模

式，作为因果决策的证据。这些技能共同作用于生成、评估和综合 DCR和 MCR，以确定因

果主张的有效性。出于对问题设计的考虑，因果思维任务的难度可以通过因果关系网的复

杂性来控制。因果关系网的范围可以从简单的少数变量系统到复杂的多变量系统，而嵌入

的关系可以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条件关系和复杂的概率关系（如图 3和 4）。  

在处理复杂的推理任务时，图 8所示的三个维度的思维技能经常在 IDEA-Loop的动态

循环中相互补充。例如，当没有得出满意的结论时，因果决策环节的暂定结果可以重启实

验，或操纵控制变量环节以修改实验条件。这种修改往往包括控制或改变不同的或附加的

变量，以获得特定的测量设置或修改当前的协变条件。因果决策环节的结果也可以提供线

索来指导数据分析环节，以确定新的或替代性的数据模式和关系，或使用一套不同的数据

分析算法。然后，数据分析环节的结果可以反馈到控制变量环节的操作中，以达到改变协

变条件和提高观察的数据模式的可靠性等目的。支持这些功能和过程的基本推理元素在归

纳和演绎路径中以不同的复杂性和抽象级别经历多个 IDEA-Loop 循环。最终，这些功能

和过程的组合提供了一个基于理论的操作框架，可以具体地评估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  

B. 科学思维测评工具的开发 

在 iSTAR 评估框架的指导下，本研究进一步开发了测量学生科学思维的评估工具即

iSTAR测试。当前的测试版本包含 35道单选题，涉及三个技能维度：控制变量（COV）,

数据分析（DA），以及因果决策(CDM)。为了方便测试的开展，另一项研究也在进行当

中，即把完整长度的 iSTAR 测试分成两个短版本的平行测试，每个短版本包含约 20道题

目。目的是在同一个被试群体中随机地使用两个短版本测试并能产生与完整版本等价的结

果。表 1总结了 iSTAR 的技能维度、子技能和问题的分布。 

控制变量的子技能具有一个从易到难的进阶特征，包括对控制变量实验的简单识别和

设计，到“给出实验数据并且要求学生确定某些变量是否具有因果影响”的更为复杂的情

况[72]。问题的设计通过融入场景特征，例如真实生活情景和基于 STEM 的场景来控制任

务的难度。总共有 9个题目来评估 COV维度及其子技能。 



国际教育测评与教学研究 ISSN: 1947-5497 www.realjournal.org/cn 

 

REAL.CN 2022, 1(1)                                  DOI：https://doi.org/10.37906/realcn.2022.1 23 

数据分析维度包含了数量最多的子技能，总共涉及 15个问题。这些子技能彼此之间

相对独立，且没有进行难度梯度设计。从表 1中可以看出，DA技能侧重于各种概率概念

和评估技能，特别是条件概率和贝叶斯概率，它们对于在在概念层面上理解概率性条件的

目的和需求，以及在操作层面对因果决策中的定量权重的计算，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73]。 

如前所述，因果决策维度是基于证据和假设得出有效结论的关键能力。该能力包含 5

个子技能，总共 11题，其中，理解相关与协变之间的差异，掌握因果条件规则是最为重

要的。大量的研究表明，学生经常将相关关系视为基于协变的因果关系[74, 75]。培养这

方面的能力将提高学生对科学实验和公共媒体报道的数据的解读能力。同时，因果条件规

则提供了逻辑计算能力，它能使学生恰当地链接推理中的证据、观点、条件，以识别逻辑

正确且证据一致的因果关系。这些都是使学生能够在不同条件下协调主张与证据的基本技

能。 

表 1  iSTAR 的评估维度、子技能的场景以及问题分布 

技能维度 子技能的场景 问题 

控制变量 

（COV） 

· 识别或设计具有多个可检验和不可检验变

量的 COV条件 

· 真实生活和 STEM背景 

· 有或没有实验数据 

· 从简单到复杂的关系 

· 扩展到 DA和 CDM维度 

9 个 COV问题： 

1, 4, 5, 10, 21, 

24, 28, 29, 30 

数据分析 

(DA) 

 

 

· 多变量线性比例 

· 组合 

· 条件概率 （包括变式） 

· 多变量相关和协变 

· 基础统计学，如加权平均和随机抽样的概

念 

· 贝叶斯概率 

15 个 DA问题：  

2, 3, 6, 7, 8, 

13, 14, 22, 23, 

25, 26, 27, 32, 

33, 35 

因果决策 

(CDM) 

· 因果决策中的先验知识和偏见 

· 相关和协变的因果判断 

· 贝叶斯推理和因果决策 

· 因果判断的条件规则 

· 条件概念和用于因果判断的基本统计 

11 个 CDM问题：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0, 31, 34 

 

 

C. iSTAR 测试样题 

C1. 控制变量维度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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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维度（COV）的思维技能可能是科学思维研究最集中的领域[49, 72]。在

LCTSR测试中，有 6道问题（总共 24道）用以测量 COV技能。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显

示这 6道题中有 4道题的设计存在问题 [37]。但无论如何，这些研究成果为 COV维度的

iSTAR问题的开发提供了基础。 

iSTAR测试中有 9个问题涉及 COV能力的测量，其中 3个问题自 LCTSR 中改编，以等

效 iSTAR和 LCTSR的测试结果。这些问题的修订是基于效度评估的研究进行的[37]。例

如，图 9呈现了 LCTSR 中的果蝇问题的修改版本，与 LCTSR中的版本相比，修订版有三个

主要变化。首先，在原题附图中，管子被重叠的黑点覆盖，而在新版本中，这些黑点被光

滑的黑色取代。根据采访时的学生评论，原始图片中的黑点往往被误解为果蝇，而不是黑

色的纸:“我还以为管子上的黑点是一群果蝇呢。”在将原始图片修改为图 9后，随后的

采访中没有学生出现类似误解。 

其次，原版中四个管子的布局有时会让学生感到困惑，好像所有四个管子都水平放置

在一张桌子上：“我不知道 I和 III管是垂直于桌面的。我还以为它们都平躺在桌子

上。”此外，在原版中，代表入射光的箭头误导了一些学生，使他们认为光只来自箭头方

向: “我以为那些箭头是光束，管子 I和 III中的果蝇会朝光的方向飞去。”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新版本画了一个透明的水平桌子，以更清楚地显示四个管的空间位置，删除代表

光线的箭头，添加了注释说明灯光来自各个方向。经过修改，学生在随后的采访中也没有

继续报告相关问题。 

第三，这个问题的原始版本只标注了管子中未覆盖部分的果蝇数量，根据一位中学老

师的建议，这可能会导致数学能力较差的学生在解读数字时出错。因此，为了避免学生计

算能力对答题的影响，新版本在有遮盖和无遮盖部分都标注了果蝇数量，帮助学生明确比

较条件和结果，而无需进行计算。一些语言措辞也在新版本中进行了优化。 

此外，LCTSR的问题设计为两层结构，两题组中的第一个问题要求给出基于关系的结

论，第二个问题则要求解释第一个问题的推理过程。LCTSR中的四个果蝇问题也基于这一

原则被设计成两组，每组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两个要求

解释推理过程的 LCTSR 问题不清晰，有时会误导学生[37], 所以 iSTAR测试并未将这两个

问题包含其中。相反，我们改变了 LCTSR中的果蝇问题的场景，使用了一个叠加的两层结

构，即第二个问题仍然是基于第一个问题而构建的，但不是解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是

要求利用拓展性的推理来识别新的 COV策略，以生成适当的协变证据来支持可能的 DCR主

张（如图 9 所示）。换言之，为了明确地比较不同的 COV条件和结果，新版本中将答案选

项重新设计，使它们得以直接测量 COV推理的核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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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果蝇问题的修改版本。答案的百分比分布是基于下一节讨论的大学生群体的结

果。正确答案标有星号 (*)。 

例如，对于图 9所示的第一个果蝇问题，许多大学水平的学生能够选择正确答案(选

项 b)。然而，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道如何比较不同管子的结果[37]。回答错误的学生倾

向于在比较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管 I，并通过对管 I和管 II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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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蝇对红光有反应，因为大多数果蝇都在无阴影的部分。对于重力的影响，许多学生用 I

和 III管进行了比较，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分为了有影响和无影响两类。部分学生认为，

果蝇逆着重力飞到管子顶部是对重力影响做出反应的标志，于是选择了 c。而其他学生则

认为果蝇在重力作用下飞到管子底部是受重力影响的标志，因此选择了 a。在这两种情况

下，学生的回答可以认为是基于先前的知识理解，而不是数据模型和控制变量的条件。此

外，学生们在通过数据比较来确定某一变量影响时，往往倾向于只关注有关变量变化的情

况，但忽略对可能的混淆变量进行控制的必要。因此，对于红光的影响，这些学生比较了

管 I和管 II。对于重力的影响，他们比较了管 I 和管 III。这种推理方式清晰的表明，此

类学生在创建协变测量时缺乏对必要的 COV条件的基本理解。 

第二道果蝇问题建立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以针对性地衡量学生对略有变化的前后

环境进行比较的能力。由于这个问题针对的是控制变量环节中更为显性的比较过程，因此

预计会比第一个果蝇问题更难（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生或许能通过“直觉”选择答案，但

这种“直觉”并不能提供明确的解释）。第二个果蝇问题的正确答案涉及在控制重力的情

况下，对管 II和管 IV 的比较（答案 f）。正如预期的那样，选择正确答案的学生更少，

很多人选择 b或 i。与第一个果蝇问题相似，选择 b的学生倾向于关注相关变量变化的情

况，但忽略了控制可能的混淆变量的必要性。同时，选项 i被作为一个干扰项，以发现对

控制变量的目的缺乏理解的学生。 

本节末尾表 2中提供了将所挑选的 iSTAR问题对应到评估类型的表格。如表 2所示，

两道果蝇问题都针对以得出因果性 DCR为目标的 COV子技能。此外，推理的目的是识别有

效的 DCR，在本例中包括 2个简单的变量关系(即光和重力的简单效应)。为了识别和验证

这种关系，学生需要进行发现思维(I-过程)来识别可能的原因，然后通过推演思维(D-过

程)来应用假设，产生结果，以指导对一个可能答案的选择。评估和分析的简单过程（EA-

过程）也运用于对推演所得结果与问题选项间的比较，其目的是确定或验证某一答案。由

于这些简单的 EA-过程在这里并不是必要的思维过程，他们没有在表 2中被列为 COV问题

的主要目标技能。 

在本节中，果蝇问题被用来演示问题的开发与修订的过程，这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于学生访谈和教师反馈。这些问题都经过几轮迭代的修订以消除可能的设计问题。此

外，iSTAR测试还包括另外 6个 COV问题。这 6 个问题都是全新设计的问题，它们涉及真

实的生活或 STEM场景，且遵循 COV能力的进阶顺序进行设计。其中一些已经在其它研究

中报告了其有效性[72]。在余下的讨论中，本文将不对问题的开发过程做详细说明，而着

重介绍 iSTAR 测试的新特点。 

C.2 数据分析的试题 

数据分析(DA)是一个宽泛定义的维度，包括了广泛的计算和分析技能。其基本技能集

与 LCTSR中测量的数个技能重叠，包括简单概率、比例和相关性。在此基础上 iSTAR的数

据分析部分进一步扩展了更高级的计算和思维技能，包括组合、条件概率、多变量相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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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变、加权平均和随机抽样等基本统计概念以及贝叶斯概率。这些技能在学生分析数据和

识别有效证据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可进一步应用于因果决策。 

iSTAR测试中有 15 个问题是针对数据分析子技能的测量。为了方便于 LCTSR做等效

关联，iSTAR 测试中有一个相关关系的问题改编自 LCTSR (LCTSR Q19)，剩下的 14个是新

设计的问题，用于测量表 1中数据分析所包括的子技能。图 10给出了两个例子，第一个

问题测量的是学生对贝叶斯概率的理解，第二个问题测量的是进行条件概率推理的能力。

在开发 iSTAR 过程中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对均匀随机过程下的掷铜板、掷骰子等

案例所涉及的随机事件和独立性等概率概念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但他们也存在将这种均匀

概率或等概率规律过度扩展到所有随机过程的倾向，包括非均匀条件的问题。概率是有条

件的，概率状态通常不是均匀分布的，但学生并未建立起对该概念的深度理解。在现实世

界的情境中，有条件的和非均匀的随机过程很常见，因此，评估学生是否能理解并在条件

概率和非均匀概率下进行推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图 10中的第一个问题考查的是贝叶斯概率，测量学生是否能够根据观察结果处理非

均匀随机过程。问题中使用的六面立方体不是完美的骰子，骰子的不同面的呈现可能产生

不均匀的概率。这种推理是一种贝叶斯决策过程，它使用观察到的数据来推断骰子的内在

特征和出现某些面的概率。访谈和开放式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学生似乎理解随机性和独立

性的概念，知道每次掷骰子都是独立于其他掷骰子的随机事件。然而，学生们的推理似乎

被随机性或等概率的想法所主导，他们将这种想法不加区分地应用于非均匀情况。因此，

这些学生通常选择 b选项表示概率一致，或选择 c选项表示每个抛掷事件与之前的结果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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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iSTAR 中关于数据分析的例题。答案的百分比分布是基于下一节讨论的大学生

群体的测试结果。正确答案标有星号 (*)。  

 

第二个问题测量学生条件概率中局部归一化概念的理解。问题没有给出产品 A的市场

份额，而产品缺陷的市场抽样统计结果则取决于缺陷率和市场份额两要素。因此，在不知

道市场份额的情况下，不能将题中给的百分比推广为实际缺陷率，并将其作为产品 A 的

质量指标。学生访谈和定量研究的结果表明，许多学生不能正确地分析这种类型概率。他

们经常选择选项 a、b 或 c 或它们的组合，这表明学生对条件概率中的局部归一化概念

缺乏正确理解。 

这两个问题所针对的技能，也与表 2 中所示的建模和评价框架的成分和过程相对

应。如上所述，这两个问题都强调了用于评估和分析观察到的概率数据（即 EA过程），

这些数据往往代表了基于因果协变的 DCR。类似题目的主要的测量目标就是针对在不同场

景下学生理解和处理贝叶斯概率和条件概率的思维技能。 

相较于相关试题只涉及比例、简单概率和相关性三个子技能的 LCTSR，iSTAR涵盖了

范围更广的数据分析子技能。更为重要的是，iSTAR 中数据分析技能的设计基于了新的建

模框架，这使得这些技能拥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目的，即连接 COV 技能以形成支持因果决

策的有效证据（DCR）。在技术层面上，LCTSR的问题对于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相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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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测试这些学生时可能会产生显著的天花板效应[37]。相比之下，iSTAR 问题的难度

区间更广。其目标是有效地测量从中学到研究生水平的广大学生群体。对初高中人群的测

试验证正在进行中，其结果将在未来的报告中发表。 

C.3 关于因果决策的问题 

在 iSTAR 评估框架中，因果决策(CDM) 代表了在推理任务中基于证据得出有效因果

结论的核心环节。例如，在一个假设验证任务中，学习者需要使用控制变量和数据分析技

能来建立有效的协变条件，并识别合乎逻辑和计算的 DCR结果，以及在机理上可成立的

MCR机制，然后评估证据和假设的因果关系之间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最后将其纳入一系列

决策过程，以确定关于所涉的假设和证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的最可能的结论。 

LCTSR中假设演绎推理的技能维度与 iSTAR 测试中的 CDM维度相对应。然而，CDM技

能维度涉及一套定义明确且领域更为宽广的子技能，而 LCTSR中的假设演绎推理主要侧重

于衡量基于给定假设的证据和预测结果之间的一致性。LCTSR中，假设演绎问题的设计也

因其内容的有效性而受到批评，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合理的假设[37]。由于 LCTSR中假设演

绎题的效度问题，iSTAR 测试中的 11道 CDM题目均为新设计的题目。图 11呈现了两个示

例。 

图 11中的第一个问题测量的是学生在 CDM过程中区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推理能

力。这个问题的场景与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例子类似，比如特定的饮食习惯是否与特定的健

康状况有关。在这些情况下，一个通常的错误思维是将混淆相关和因果关系，简单地将不

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认同为某种因果关系。同样，在这个问题中，给定的观察结果显示

了长颈鹿的身高和力量与它是否吃某种水果之间的相关性。然而，由于缺乏对变量的控

制，该数据不能形成有效的协变设计，因为只有高大的长颈鹿才能达到吃掉水果的高度，

这是问题以一种相对隐含的形式给出的潜在不确定因素。因此，选项 d 是正确答案，即

不能得出基于协变的因果关系。选项 a、b 和 c 代表了将相关性视为因果关系而不了解

有效协变所需条件的思维模式。选择 e代表了基于机制的先验知识对推理的影响，即观察

到的数据被忽略或没有形成有意义的认知，故而学生没有对其进行解释，其决策完全基于

现有的知识和主观想法。这种类型的推理表明学生在 DCR和 MCR之间缺乏理解和综合，意

味着因果决策依赖于其先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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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iSTAR 中有关因果决策的示例问题。答案的百分比分布是基于下一节讨论的

大学生群体的测试结果。正确答案标有星号 (*)。 

图 11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基于 Watson的选择任务[76]，该任务测量了“在条件逻辑规

则下判断证据和结论之间的一致性”的推理能力。问题中的假设性主张代表了“如果…那

么…”关系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纸牌的正面有偶数，则纸牌的背面必须是灰色的。

对于这个题目，可以用两种逻辑思路的操作来展示题目中的假设可能是错误的。一种是正

向的思维，通过翻开偶数纸牌检查其背面颜色来测试题中假设是否符合“如果…那么…”

关系。第二种则是用逆向思维来测试相反的逻辑。既然纸牌数字为偶数是其背面为灰色的

充分条件，如果一张纸牌的背面不是灰色（是白色），这个纸牌数字就不会是偶数（一定

是奇数）。因此，为了测试题目中给出的假设，应该翻开纸牌数字为偶数的纸牌和背面为

白色的纸牌（选项 e）。其他纸牌的结果对评估假设的有效性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

从对学生的访谈以及他们的测试结果来看，学生们倾向于遵循正向的演绎推理（一种确认

型的推理）来关注证据，从而导致他们选择偶数纸牌和灰色纸牌（选项 b 和 f）。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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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生只是简单地想使用所有纸牌，但却没有意识到纸牌在条件逻辑中的作用。这些结

果说明大部分大学阶段的学生在因果决策中缺乏对条件逻辑的充分理解。 

表 2. 映射到建模和评估框架中针对目标技能的所设计的评估问题。这六个示例问题

旨在探究 COV、DA 和 CDM 的三个主要维度下的各种技能，重点在于不同的因果推理

成分（DCR 和/或 MCR）以及 IDEA-Loop 过程。图 3与图 4中定义的特定因果关系与

相关推理流程复杂度之间的映射也被包含其中。 

问题 

iSTAR  

思维子技

能 

IDEA-Loop 

推理流程 

DMCR  

组成成分 

(DCR & 

MCR) 

因果网络  

(图3) 

推理过程的复杂

性(图4) 

果蝇问题 1 

(图 9) 
COV ID DCR COV 条件 

2-变量 

简单联系 

果蝇问题2  

(图9) 
COV ID DCR COV 条件 

2-变量 

简单联系 

骰子问题  

(图10) 
DA EA DCR 贝叶斯概率 

贝叶斯 

复杂关系 

市场份额问

题   

(图10) 

DA EA DCR 条件概率 条件复杂联系 

长颈鹿问题  

(图11) 
CDM IDEA-Loop DMCR 隐藏机制 隐藏复杂关系 

卡片问题  

(图11) 
CDM IDEA-Loop DMCR 条件逻辑链 复杂的条件逻辑 

 

在现有的文献中，关于理论与证据之间的推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38]。CDM维度

的问题是针对支持“理论与证据间的协调操作”的基本思维技能而专门设计的。这些基本

思维技能例如评估协变关系的有效性的技能，或是在以 DCR为基础的证据和以 MCR为基础

的理论之间达成一致所需的技能。如表 2 所示，这两个 CDM 问题都包括完整的 IDEA-

Loop 循环，用于在 DCR 和 MCR 之间进行协调，以形成一种综合性的 DMCR 类型的因果

理解。这两个问题根据学生的相关子技能，例如识别隐藏的变量和关系，或是处理条件规

则，做了针对性的设计，以从任务所涉及的因果关系的不同结构和复杂性方面评估学生的

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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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R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iSTAR测评工具是历经十多年，通过广泛的定性定量研究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开发和

验证也反应了一个逐渐完善科学思维工具和建模框架的过程。此处讨论的最新版本是

2018年完成的稳定版本，可以通过附录中提供的线上系统使用。附录中的表 A1还提供了

题项级别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以下部分将重点介绍建立 iSTAR测试的基本评估属性和有效

性。 

A. iSTAR 测评特点以及与 LCTSR 的比较 

在本节中，将介绍不同人群 iSTAR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以建立评估结果的基线。因为

LCTSR是使用最广泛的科学思维评估工具，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和数据库，因此将结果与

LCTSR的测量值进行比较，以作为当前文献中现有结果的参考。同时，两者之间的比较也

将有助于解释两种测评之间的异同。 

如上一节所述，iSTAR 包含 3个通用技能维度，每个维度都包含不同复杂程度的多个

子技能。比较来看，LCTSR 则包含 6个有限的技能维度。除了物质守恒维度，其他的

LCTSR技能都可以对应到 iSTAR维度上。因为物理守恒维度对初中及其以上水平的学生来

说过于容易，所以该维度并未包含在 iSTAR中 [37]。技能维度和相应的问题如表 3所

示。 

表 3. iSTAR和 LCTSR中技能维度和问题的对照 

iSTAR 技能维度 & 问题 LCTSR 技能维度 & 问题 

控制变量 
1, 4, 5, 10, 21, 24, 

28, 29, 30 
控制变量 

9, 10, 11, 12, 

13, 14 

数据分析 

2, 3, 6, 7, 8, 13, 14, 

22, 23, 25, 26, 27, 32, 

33, 35 

线性比例 5, 6, 7, 8, 

概率计算 15, 16, 17, 18, 

相关关系 19, 20 

因果决策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0, 31, 34 
假设演绎 21, 22, 23, 24 

  物质守恒 1, 2, 3, 4 

 

为了比较 iSTAR和 LCTSR的基线评估特征，对来自中西部郊区高中的高中生以及来自

中西部综合性大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了随机 A-B测试。其中，参与调查的大学生是正

在上第一学期大学物理入门课程的新生，研究生是物理学专业博士二年级的学生。在高中

和大学的测试中，学生们被随机分配 iSTAR或 LCTSR 试卷（每个人只做一份）。研究生则

采用了不同的测试流程，每个学生在同一周的两个不同时间都分别测试了 iSTAR和 

LCTSR，每个学生的两次测试顺序是随机的。iSTAR 和 LCTSR的平均得分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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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随机 A-B测试中 iSTAR 和 LCTSR总分的比较 

 iSTAR LCTSR 
差异 

t 检验 

年级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P 值 效应量 

9 88 0.315 0.156 88 0.393 0.142 0.078 0.016 0.520 

10 110 0.396 0.171 89 0.485 0.242 0.089 0.004 0.428 

13 187 0.516 0.170 96 0.766 0.156 0.250 <0.001 1.507 

18 20 0.848 0.087 20 0.921 0.073 0.073 0.007 0.891 

 

结果表明，所有年级学生的 LCTSR分数始终高于 iSTAR分数，说明 iSTAR 比 LCTSR

难度更高。iSTAR解决了在测试大学生群体时 LCTSR 的天花板效应问题[37]。从结果可以

看到，一年级大学生的差异最大，这可能是该年龄段技能发展和人群差异（即从高中进入

大学的筛选过程）的结果。同时，研究生水平的较小差异可能是由于两个测试都具有的天

花板效应。从不同年级平均分可以发现，iSTAR 测量的技能开始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得到

更多发展，而 LCTSR 测试的技能似乎主要在高中到大学早期阶段得到发展。 

为了比较同一类学生人群在两种测试上的表现，表 4和图 12分别列出和绘制了大学

生的分数分布。结果表明 iSTAR分数以 50%左右为中心，接近正态分布。同时，LCTSR分

数以 80%左右为中心，分布偏高，天花板效应明显。 

 

图 12. 大学生在 iSTAR和 LCTSR上的分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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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组大学生，本研究对他们在 iSTAR 和 LCTSR上的各个维度的得分进行了比

较，如图 13 所示。结果表明，在三个常见维度上，LCTSR的维度得分显着高于 iSTAR

（p<0.001 ）。对于 LCTSR，守恒维度的分数接近 90%，这证实了这个维度对于大学生来

说非常简单。在三个共同维度上，iSTAR呈现了难度从 COV→DA→CDM 维度的持续增加，

这个结果验证了设计的预期，即控制变量是用于设置协变的基础，数据分析用于中间处理

和分析，因果决策用于思维的整合。相比之下，LCTSR中因果决策维度问题的难度也是该

测试题目中最高，平均分数为 60%；然而，控制变量和数据分析维度的问题似乎对大学生

来说比较容易，平均分数接近 80%。尤其是数据分析与控制变量维度的问题处于相似水

平，表明 LCTSR 缺乏对一些高级数据分析技能的测量。 

 

图 13. 大学生在 iSTAR和 LCTSR上的维度分数 

 

通过对描述性统计的总结和比较，可以看出 iSTAR的评估特点更适合大学生。学生在

三个技能维度上的表现也呈现出了预期的难度等级进阶，这些进阶始终遵循前面讨论的数

据协变与因果机制思维（DMCR）模型的预期设计。下一节将对 iSTAR评估工具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作进一步的分析。 

B. iSTAR 的有效性评估 

在教育研究中，效度证据的典型形式包括内容效度、标准效度和结构效度[77, 78]。

内容效度是通过保证评估内容充分、恰当地覆盖目标内容来建立，可以由该领域的一组专

家进行定性判断，并根据专家级应试者的回答进行定量评估。标准效度是检验新测评工具

与已建立的类似测评工具之间的一致性，通常根据两个测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评估。结构

效度是指一个测验实际测到所要测量的认知理论框架中设定的目标能力或潜在特质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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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iSTAR这个测试中，能力结构包括 iSTAR评估框架中定义的 COV、DA 和 CDM三个技能

维度。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建立结构效度，例如传统的因子分析方法[79, 78]和基于 Rasch

模型的方法[77, 80]。在本研究中，将使用 Rasch 模型分析。 

B.1 iSTAR 的内容有效性 

在开发过程中，iSTAR 中的所有项目都经过了一个由科学教育研究人员和教师组成的

专家团队检验评估。试测的过程中还对学生进行访谈，以收集他们解题的思维过程的详细

信息。专家组在小组会议上对访谈结果和题目设计进行评估，分析学生的理解情况并完善

问题设计。这个开发过程经历了大量的试验和修订周期，直到专家团队中的所有研究人员

一致认为该测试经过适当和有效地设计，达到了探测特定科学思维技能的目标。 

作为内容效度评估的一部分，来自同一所中西部大学的另一组 30名研究生被用作外

部专家组，以检查他们的答案是否与 iSTAR问题的预期设计一致。这个小组由物理学专业

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博士研究生构成。他们在 iSTAR 及其子技能上的分数如图 14所示，并

与本科生的分数一起比较，后者数据取自表 4。 

 

图 14. 研究生和本科生在 iSTAR及其子技能上的分数。 误差线反映标准误差。 

 

如图 14 所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子技能相对难度趋势相似，研究生的分数达到了上

限。结果表明，专家级学生对子技能的理解与设计团队的理解一致。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

的成绩差异进一步表明，随着学习的进展，学生在子技能上的能力趋向于专家状态。因

此，图 14中的结果可以提供额外的定量证据来证明 iSTAR的内容有效性。 

B.2 iSTAR 的标准效度 

Total COV DA CDM

Graduate 0.876 0.933 0.900 0.737

College 0.516 0.605 0.487 0.388

0.0

0.2

0.4

0.6

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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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研究中，LCTSR 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科学思维的评估[36]。因此，在本研究

中，标准相关效度的证据是基于 iSTAR和 LCTSR 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来评估的。 

表 4中显示的大学生的数据是在第一学期物理入门课程的第四周测量的。在 283名学

生中，约三分之一 (96) 参加了 LCTSR，其余学生参加了 iSTAR。测试对象的数量不均匀

是因为设计了其他平行研究。每个学生随机参加两项测试中的一项，称为 LCTSR-4 和

iSTAR-4，以标记他们的测试类型和时间。对于所有学生，他们还在课程的第一周测试了

iSTAR，标记为 iSTAR-1。通过这种设计，可以获得 iSTAR-1和 LCTSR-4之间以及 iSTAR-1

和 iSTAR-4 之间的相关性。尽管第 1周和第 4周测试之间有三周的时间，但通常在这么短

时间内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差异不会有显着变化[20]。 

对测试数据计算学生分数之间的 Pearson相关性，结果显 iSTAR-1和 LCTSR-4之间有

中等的相关性 0.589 (p<0.001)，同时 iSTAR-1 和 iSTAR-4之间也具有稍强的中等相关性

0.680 (p<0.001)。正如预期的那样，重复 iSTAR 测试之间的相关性强于 iSTAR和 LCTSR

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结果表明，iSTAR的重复测试以及 iSTAR和 LCTSR之间具有基本的一

致性。此外，表 4所列的研究生也参加了 iSTAR 和 LCTSR。他们两次考试成绩的相关性为

0.750（p=0.002），略高于大学生中测得的相关性。研究生更高的相关性进一步证实，随

着学生接近专家水平，两项测试的对科学思维能力的反应更趋于一致。 

为了检查两个测试中技能维度测量值之间的一致性，本研究还计算了 iSTAR-1和

LCTSR-4之间三个常见技能类别的相关性，如表 5所示。结果显示 COV的相关性为中等，

CDM的相关性较低，而 DA的相关性最小。从相关性的结果可得，与其他技能相比，这两

项测试更一致地测量了 COV技能。另一方面，涉及 DA技能的测量在两个测试之间的设计

则有很大差异。LCTSR只涉及到比例和基本概率的几个简单的 DA技能，而 iSTAR设计了

15个题目，涵盖了从简单到复杂的 DA技能。同样，两个测试之间的 CDM 设计也有很大不

同。尽管如此，依据总分的总体相关性可以认为两项测试在衡量三种技能对科学思维综合

的一维特征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 5.iSTAR 与 LCTSR 学生技能维度得分的相关性。除 r = 0.172 (p = 0.093) 外，

所有相关性在 p < 0.01 水平上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iSTAR-LCTSR COV DA CDM 

COV 0.597 0.288 0.467 

DA 0.298 0.293 0.262 

CDM 0.354 0.172 0.317 

 

B.3 iSTAR 的结构有效性 



国际教育测评与教学研究 ISSN: 1947-5497 www.realjournal.org/cn 

 

REAL.CN 2022, 1(1)                                  DOI：https://doi.org/10.37906/realcn.2022.1 37 

如前所述，iSTAR测试设计了 COV、DA和 CDM 的三个领域的思维技能并假设该设计具

有从 COV→DA→CDM 维度难度递增的进阶。结构效度的评估将重点分析 iSTAR 数据是否揭

示了一个三维结构，以及三类思维技能的难度级别是否遵循研究所设计的进阶。 

首先，通过与一维构造模型进行比较,对 iSTAR 的三维构造模型进行检验。 为此，

iSTAR数据分别拟合到三维和一维 Rasch模型。然后使用似然比检验比较两个模型之间的

拟合优度。如果这个测试的结果有利于三维模型，那么假设的三维结构就被认为得到确认

和验证。 

其次，可以根据学生在三项技能上的平均能力来评估三项思维技能的难度进阶。如果

设计是有效的，学生应该在 COV上表现出高能力，在 DA上表现出中等能力，在 CDM上表

现出低能力。使用 Rasch 分析，可以计算和比较学生在三个技能维度上的平均能力来验证

设计的有效性。此外，还可以用被试-项目图（怀特图）显示个人能力和题目难度在常见

logit尺度上的分布(Bond & Fox, 2015)，以比较该分布是否适当地覆盖了广泛的能力范

围和难度等级。适当的分布表明测试题可以有效区分不同水平的学生。 

对于 Rasch 分析的这一部分，iSTAR数据来自于同一所大学的另一组样本数量更大的

大学生人群，总共 378 名学生。首先，对数据进行一维和三维 Rasch模型拟合。两个模型

之间的比较表明模型拟合参数有利于三维模式。似然比检验表明，与一维模型相比，三维

模型在模型偏差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善(𝜒2 = 65.793, 𝑑𝑓 = 5, 𝑝 < 0.001)。结果表

明，iSTAR中三个技能维度的结构设计与评估数据的 Rasch分析一致。这部分分析总结性

地给出 Rasch 建模的主要结果，而 Rasch模型拟合的其他细节在附录的表 A2中提供。 

接下来，如表 6所示，本研究计算了学生在三个技能维度上的能力估计均值，以及可

靠性度量，后者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计算结果与学生在 COV、DA和 CDM方面表现出由高到

低的能力预测非常吻合，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𝑡𝐶𝑂𝑉−𝐷𝐴(377) = 15.421, 𝑝 <

0.001, 𝑑 = 0.793; 𝑡𝐶𝑂𝑉−𝐶𝐷𝑀(377) = 34.943, 𝑝 < 0.001, 𝑑 = 1.797; 𝑡𝐷𝐴−𝐶𝐷𝑀(377) =

26.759, 𝑝 < 0.001, 𝑑 = 1.376). 

 

表 6 三维 Rasch模型各维度的学生能力均值、信度和相关矩阵。对角线值是 EAP/PV 

可靠性。 对角线下方的值是潜在相关性。 

子技能 平均值 标准误差 COV DA CDM 

控制变量(COV) 0.658 1.337 (0.770)   

数据分析 (DA) -0.042 0.687 0.807 (0.720)  

因果决策 (CDM) -0.815 0.963 0.794 0.819 (0.697) 

 

此外，iSTAR的怀特图也绘制在附录的图 A1 中，该图表面测试题目覆盖了整个

logit量表的大范围的难度级别（-3.428 到 3.045）。学生对这三种技能的估计能力也

很好地覆盖了广泛的 logit 尺度范围并呈近正态分布。结果表明，iSTAR 能够对不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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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学生在三个技能维度中的每一个方面进行有效区分。综上所述，Rasch 分析结果表

明，iSTAR的三维结构设计是完善的，并且测试项目对学生在三个技能维度上的能力范围

都有很好的覆盖。 

C. iSTAR 的信度评估 

信度是指测评结果具有可靠的一致性，即在类似人群中重复应用该工具应能产生类似

的结果[77]。在经典测试理论（CCT）中，信度系数通常基于两种等效测试工具的分数之

间的相关性来确定。在实践中，这一概念被扩展到将一个工具的每一个项目都视为一种等

效测试单元，进而衍生出使用 Cronbach’s α 内部一致性系数作为信度的衡量标准。对于

在上文 Rasch 模型分析中的大学生 iSTAR数据，Cronbach’s α 的计算结果为 0.737，达到

可接受的信度要求（>0.7）。  

此外，Rasch 模型以及项目反应理论体系的其他模型都是利用信息函数来评估测量信

度 [81]。这些函数反应了观察到的成绩可以用来估计每个学生在单个项目或整个测试中

的潜在特征值的精确度 [82]。使用这种带有 Rasch 建模的方法，可以根据项目信息函数

和群体中潜在性状的分布来估计类似于传统信度系数的指数。在这个评估中，使用预期后

验与合理值 (EAP/PV)信度的比率来衡量三个子量表的信度，这些子量表与三个维度之间

的潜在相关性记录于表 6。 

 如表 6 所示，三个技能维度的 EAP/PV信度为：控制变量（COV）为 0.770，数据分析

（DA）为 0.720，因果决策（CDM）为 0.697。通常，0.65-0.70的信度被认为是“最低限

度可接受的”，而 0.70-0.85的信度对于研究目的来说是“相当好的”[83]。结果表明，

三个技能维度的信度是足够的，特别是考虑到学生潜在特征能力测量的复杂性质和每个维

度的项目数量较少的情形。结合 Cronbach’s α 值和 Rasch分析的结果，iSTAR 的信度可

以在整套测试层面和技能子维度层面得以确立。此外，三个维度之间的潜在关联度在

0.794到 0.819 之间，表明技能维度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它们构成了整体科学思维能力

的共同基础。  

  综上所述，效度和信度的评估表明，iSTAR 是一种有效、可靠的大学生科学思维评估

工具。然而，由于该工具的复杂性，其设计具有多个子技能和广泛的项目难度分布，需要

进一步研究以确定不同学生群体的效度与信度。尽管如此，本研究的结果为 iSTAR在与大

学新生相近水平群体的科学思维评估中的有效性提供了基本证据。 

VI. 总结与讨论  

 科学思维作为 21世纪教育的核心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现有的文献资

料中对于如何建构一个整合的科学思维理论模型尚没有形成共识。因此，虽然科学思维被

广泛认为是在 NGSS或“大学科学成功标准”等教育改革举措中有着重要地位的能力，其

教学和评估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此外，目前还没有基于整合的理论模

型和评估框架而开发的精细评估科学思维技能的实操工具。研究层面的这一不足，会大大

限制为有效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而开展的各种教育实践的设计、实施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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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集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于一体的理论框架

(DMCR)，并根据处理和协调基于数据协变和机制解释的因果关系(即 DCR 和 MCR)所需的技

能，操作性地定义了科学思维。在 DMCR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定义了控制变量 (COV)、数

据分析(DA)和因果决策(CDM)三个推理技能域，它们共同组成科学思维评估框架的基础技

能集。其中，控制变量技能 COV和数据分析技能 DA是发展基于数据协变的因果思维 DCR

的基础，同时，数据分析 DA又与因果决策技能 CDM共同协调基于数据协变的因果思维

DCR和基于机制的因果思维 MCR以形成适当的因果理解。在评估框架的指导下，开发了科

学思维评估工具(即 iSTAR)，该工具主要测评包括控制变量(COV)、数据分析(DA)和因果

决策(CDM)等技能及其子技能。通过对大规模测试的数据分析，检验了 iSTAR 作为评估工

具的基本特征，并与流行的 LCTSR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iSTAR 对推理技能的三

个领域提供了一致的测量，并显示出从控制变量 COV到数据分析 DA再到因果决策 CDM的

难度梯度，证实了基于 DMCR评估框架的设计是可行的。此外，对 iSTAR 的效度和信度进

行了经典统计和 Rasch 分析，表明 iSTAR对大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测量是有效且可靠的。 

本研究在几个方面对相关领域做出了贡献。在理论方面，现有文献中关于科学思维和

因果思维的研究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侧重点，处于相对独立地发展状态[47]。然而，这两种

类型的推理都是知识形成的基本要素，它们的目标、过程和具体的推理技能之间有很大重

叠。因此，将这两个思维框架连接起来，可以综合不同的推理和学习模型之间的关系。通

过整合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思维和知识发展中的所历经的结构和过程之间的关

系，并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 

 此外，现有的科学思维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基于证据的假设检验中的数据协变关系。然

而，正如一些研究人员所建议的那样，因果思维的机制解释部分应该被视为科学思维的另

一个核心要素。正因为机制解释是因果思维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随着因果思维与科学思

维的结构的整合，将机制解释加入到科学思维当中就变得理所当然了。DMCR 模型在现有

因果思维文献的基础上，明确定义了因果思维的两个基本要素，即基于数据协变的因果关

系(DCR)和基于机制解释的因果关系(MCR)，以及协调于这两个要素之间众多推理过程。基

于这些新的定义，因果思维和科学思维将得以集成到一个整合的框架中，以一种更具操作

性的形式对相应能力的评估和教学起到指导作用。 

 在操作层面来看，许多现有的研究中，科学思维技能的定义往往是一种行为的描写性

定义，及基于对于推理的一般过程和结果的认知行为描述，如 “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协

调”、“确定一个假设”、“寻找合适的证据或备选假设”等。这些定义普遍存在一个问

题，即缺乏足以构建推理过程的可操作性结构细节。例如，“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协调”描

述了一个思维过程的行为或任务，但是缺乏对具体怎样进行这个协调行为的技能和思维过

程的定义。在本研究中，DMCR模型框架明确定义了实际的结构、关系和过程，以及理

解、应用和评估这些结构、关系和过程所需的理论模型和具体操作。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

具体的细节模块和结构，在操作上定义了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中涉及的各种技能。这一模

型框架将可以为测评的开发和实施提供明确的指导，从而促进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中涉及



国际教育测评与教学研究 ISSN: 1947-5497 www.realjournal.org/cn 

 

REAL.CN 2022, 1(1)                                  DOI：https://doi.org/10.37906/realcn.2022.1 40 

的特定技能的发展。将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整合于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模型可以为更好地理

解思维和知识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综合本研究的理论工作，可以给科学思维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在现有的文献中，科学

思维通常被宽泛而隐含地定义为支持科学探究学习的各种技能，可以被视作一种认知行为

的描述性定义。基于本研究开发的理论模型，科学思维的定义现在可以扩展到概念定义和

操作定义。这三个部分共同建构了更为完整的对“科学思维”的定义，包括： 

● 行为定义：支持科学探究活动及相应过程的能力，通常包括系统地分析问题、确定

可研究的问题、制定和评估假设、预测、设计和评估实验、分析数据、识别证据、

验证假设和基于证据的决策，等等。 

● 概念定义：在知识形成和修正时，建构和利用基于数据协变和机制解释的因果关系

的认知过程。 

● 操作定义：控制变量、数据分析和因果决策所需的一系列特定的推理技能。 

 本研究也推动了科学思维能力评估领域的进步。现有评估工具是基于“衡量一系列数

目有限且松散联系的技能”的目的设计的，这些技能之间缺乏连贯的理论基础，使得相关

评估结果的解释受到限制。相比之下，iSTAR评估工具是根据 DMCR理论框架专门设计，

用于测量一套渐进的技能。这些技能共同组成了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的基本结构。在能够

明确且操作性地被 DMCR 框架定义的基础上，这些技能还在验证性研究被证实可以通过

iSTAR评估工具得到针对性测量。因此，评估结果可以直接对应到特定的技能集，并与

DMCR模型的组件相关联，这有助于解释结果，并对学生的推理能力提供有意义的理解。

这样的理解可以直接指导教学，解决目标技能的教学问题以及相关的学习困难。此外，

iSTAR评估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已经在大学人群中得到了验证，因此该工具也可以在研

究和教学中直接使用。 

 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整合科学和因果思维的理论框架的开发不可能在一项研

究中完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对其进行验证和完善。本文提出的 DMCR 模型是在综合

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些作为基础的模型都有各自的实证研究支持。因此，新模型

的有效性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现有的实证研究支撑的，这些实证研究分别对应已整合到

新模型中的先前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此外，一同开发的评估工具及其测评结果是本研究

建立的模型的具体表达，因此可以通过相应评测结果来验证模型本身的有效性。在本研究

中，评估结果与模型的预期相符，从而为 DMCR模型的有效性提供了额外的验证证据。因

此，根据既有文献和实证评估结果，有理由认为新模型具有足够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初步基础，并将有限的重点

放在开发技能集的操作性定义上。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更新模型，以便与更广

泛的既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建立联系。另外，由科学思维和因果思维所支持的学习目标，即

知识发展和探究学习之间的详细联系，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同时，建立该理论研究与科

学和因果思维能力的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以及扩展的评估研究，也都是必要的。尤其需

要增加来自不同年龄段和教育背景的样本群体以进一步建立 iSTAR评估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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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STAR 测试的统计评估 

1.访问 iSTAR 测试 

iSTAR 测试可以通过 https://istartest.com/home 上的在线测试系统访问和使用。

有关使用测试的查询，请联系通讯作者获取更多信息。 

2.统计分析结果 

表 A1提供了 iSTAR 试题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包括经典测量理论定义的试题难度（正

确答案的分数）、试题区分度（高 30% 和低 30% 学生之间的分数差异）和单个试题的分

数与测试总分之间的点二列相关（试题与总分的相关性）。计算结果与 Rasch 分析中用于

评估结构效度的数据集相同。iSTAR的测试信度由 Cronbach’s α评估，包含所有 35个

试题，结果为 0.737。其中两个试题（30 和 33）与测试总分相关性不显着。如果删除这

两项，则 Cronbach’s α 变为 0.750。此类分析表明 iSTAR 具有足够的可接受的信度。

这两个试题保留在测试中，因为不同的人群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并且这两个试题是相

关内容场景完整性所需的试题组的一部分。 

表 A1. iSTAR的基本描述性统计（N=378） 

试题 难度 区分度 𝑟𝑝𝑏 试题 难度 区分度 𝑟𝑝𝑏 

1 0.889 0.177 0.226 18 0.862 0.191 0.213 

2 0.441 0.481 0.346 19&20 0.352 0.665 0.505 

3 0.243 0.405 0.399 21 0.238 0.627 0.601 

4 0.476 0.575 0.434 22 0.960 0.085 0.211 

5 0.331 0.575 0.498 23 0.902 0.177 0.241 

6 0.770 0.245 0.197 24 0.294 0.686 0.594 

7 0.799 0.335 0.330 25 0.870 0.224 0.232 

8 0.578 0.509 0.411 26 0.296 0.321 0.283 

9 0.439 0.351 0.320 27 0.204 0.343 0.346 

10 0.947 0.092 0.180 28 0.791 0.352 0.349 

11 0.320 0.392 0.378 29 0.643 0.450 0.385 

12 0.037 0.044 0.128 30 0.035 0.040 0.035 

13 0.426 0.259 0.219 31 0.194 0.431 0.451 

14 0.053 0.127 0.276 32 0.143 0.162 0.179 

15 0.032 0.063 0.135 33 0.067 0.044 0.067 

16 0.854 0.290 0.333 34 0.457 0.596 0.481 

17 0.259 0.368 0.361 35 0.100 0.181 0.303 

    average 0.462 0.313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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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asch 分析 

为了调查这三个子技能是否代表学生科学思维和推理的不同维度，将三维模型与一维

模型进行了，这里的一维模型假设数据背后只有一个潜在构造（即整体科学思维和推

理）。两种模型的比较表明模型拟合参数有利于三维模型。似然比检验表明，与一维模型

相比，三维模型在模型偏差方面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改善(𝜒2 = 65.793, 𝑑𝑓 = 5, 𝑝 <

0.001 )。 

为证实上述模式拟合的结果，我们进一步探讨了三维模式的模型参数。在表 A2中列

出的加权和未加权均方残差 (MNSQ) 用于检查学生对 iSTAR 的反应在项目级别与 Rasch

模型的拟合程度。如表 A2所示，iSTAR的所有项目，除了项目 10、12和 15，似乎都符合

项目拟合标准（0.7<MNSQ<1.3）。对于第 10、12 和 15项，虽然未加权 MNSQ 略微超出建

议范围，但加权 MNSQ很好地符合标准。因此，项目 10、12和 15没有从以下分析中删

除。基于三维模型，在图 A1中绘制了怀特图。 

表 A2. 由 iSTAR 的 Rasch 模型估计的项目难度和拟合统计量（Infit 和 Outfit MNSQ）

的度量。请注意，平均项目难度被限制为零。参数估计旁边的星号表示它受到约束。由于

项目与总分相关性不显着，项目 30和 33未包括在该模型拟合分析中。 

Item 

 

Item 

Difficulty 

Unweighted 

MNSQ 

Weighted 

MNSQ 
Item 

Item 

Difficulty 

Unweighted 

MNSQ 

Weighted 

MNSQ 

1 -1.998  1.16  1.12  17 0.397  1.18  1.03  

2 0.213  1.01  1.02  18 -2.944  1.09  0.98  

3 1.192  1.01  0.97  19&20 -0.118  0.94  0.96  

4 0.723  1.11  1.06  21 2.145  0.65  0.80  

5 1.538  1.02  1.04  22 -3.428  0.80  0.97  

6 -1.370  1.12  1.05  23 -2.436  0.94  0.97  

7 -1.555  0.88  0.94  24 1.776  0.73  0.82  

8 -0.400  0.94  0.95  25 -2.109  0.90  0.97  

9 -0.551  1.13  1.08  26 0.898  1.10  1.02  

10 -2.898  1.42  1.06  27 1.440  0.99  1.00  

11 0.050  1.02  1.00  28 -1.110  0.96  1.03  

12 2.836  1.30  1.08  29 -0.176*  1.02  1.04  

13 0.275  1.09  1.08  31 0.832  0.94  0.94  

14 3.045  1.22  1.02  32 1.900  1.08  1.08  

15 3.003  1.70  1.09  34 -0.632*  0.94  0.96  

16 -2.872  0.95  0.94  35 2.334 * 0.99  1.00  



国际教育测评与教学研究 ISSN: 1947-5497 www.realjournal.org/cn 

 

REAL.CN 2022, 1(1)                                  DOI：https://doi.org/10.37906/realcn.2022.1 43 

 

图 A1.iSTAR 怀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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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中的结果表明，项目难度的测量涵盖了从-3.428（容易）到 +3.045（困难）的

足够广泛的范围。图 A1 中显示的怀特图为项目在三个技能组中的难度分布提供了进一步

的细节。怀特图在相同的 logit量表上显示单个学生的能力测量和单个项目的难度测量，

以便在项目难度和学生表现之间进行清晰对应。iSTAR 数据使用三维 Rasch 模型进行分

析，该模型衡量学生的三个技能集，包括控制变量 (COV)、数据分析 (DA) 和因果决策 

(CDM)。如图 A1 所示，项目难度广泛分布于三个技能维度，很好地涵盖了不同技能。对

学生能力的测量也显示出在所有三个技能维度上理想的近正态分布，并且在能力量表上具

有足够宽的跨度。三个技能维度上的能力分布中心也显示了预期的难度进阶，其中 COV是

最简单的（学生平均能力最高），DA是中级，CDM 是最难的（学生平均能力最低）。总体

而言，怀特图中显示的结果表明 iSTAR 测试对三个技能维度的覆盖分布令人满意，并且

提供的测量结果与设计的预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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